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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陈 怀 宇

摘　要:１９４８ １９７２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表

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

中国学全球共同体.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

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

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

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

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

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

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２０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

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次大

论战的出现受到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学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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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全球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
化、学术交往变得日益广泛而密切,这种联系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２０世纪以来,中国长期

有数十万学者和学生在海外讲学、游学、访学、留学,而外国学生在华学习已成常态.每到假期,不少

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考察、开会,参与学术合作.与此同时,大批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海外的

中国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取得教学和研究职位并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地教学

和科研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并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稳定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参

与世界学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今世界学术之贡献,早已远远超过２０世纪.将来的学者如果

要书写这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史,将面临海量的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录像等资料,要想清

理出一个清晰图景,将更为不易.而这种中外学术交往的程度在半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
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

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随
着１９６０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
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１９５８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

１９５６年最为活跃.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年中,中国有七十六位科学家分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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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荷兰、巴西、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十三个国家举行的十六次国际科学会议.除了在巴黎举行

的青年汉学家会议以外,其他十五次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此外,中国科学家还出席

了一国举行的三十多个科学会议.去年,中国科学家只参加了四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一国举行的二

十一个科学会议.”①在五十年代,只有美国学者因为受朝鲜战争影响访华较为困难,欧洲学者则常常

来访,中国学者也偶尔去西欧参加学术会议或以文化代表团名义出国交流.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

年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theconferＧ
encesofJuniorSinologues),便是一例.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自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７２年几乎每年轮流在欧洲各地召开,仅有两年中断:一
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因为参加人数过少而取消;二是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会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爆发

“布拉格之春”导致当地政治形势恶化而取消.虽然中国大陆学者仅参加了１９５４年莱顿第８次会议

和１９５５年巴黎第９次会议,但在当时均引起国际学界很大轰动.中国学者虽然缺席后来的几次会

议,但两次参与西欧会议,让大陆史学界内部当时热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欧美学者中间引发了

极浓厚的兴趣和极热烈的讨论.这种兴趣既受当时欧美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启发,也与冷战

初期国际政治形势、冷战初期欧美学者的思想左倾密切相关.因此,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与中国

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放在这三者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学术和社会网络中进行探讨.当时以政治立

场而言,西欧学者和苏联、东欧、中国学者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内部,各
个国家、地区的学者内部却存在思想立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当时西欧学者普遍思想上左倾,一些

学者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颇有好感,而在中国港台地区,却有一些学者对西欧学者的思想左

倾抱敌视态度,这样在各国学者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群体.这些复杂的政治、思想、
学术冲突,在这些会议上表现甚为突出,值得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仔细分析.

有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往事,不仅当时会议组织者留下了

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如当时的会议手册(conferenceproceedings)等等,也有不少学者的报道,如翦

伯赞、张芝联、周一良回国后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汇报»等发表的报道②,
意大利学者郎乔蒂(LionelloLanciotti)在罗马学术期刊«东方与西方»(EastandWest)的报道,美国

学者马若德(RoderickL．MacFarquhar)在«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上的评论,法国学者

谢诺(JeanChesneaux)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时也提到了这些会议③,台湾学者方豪在会后也

发表了会议观感.这些文章大多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学术会议背后的政治、文化

交流与冲突.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年参与会议的学者陆续出版了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很多人

都提到了这些会议,比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Frederick Mote)、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中国学者周一良、张芝联等等;而夏鼐日记也在前些年出版了,提供了有关他参与会议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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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外科学家接触频繁,今年有二十七国同我国进行学术性往来»,«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有关１９５５年莱顿会议,见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有

关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见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人
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张芝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巴黎:记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
«光明日报»９月８日还刊发了通讯«二十一国汉学家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

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文汇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

良自选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６ １７２页.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中对翦老参加莱顿

和巴黎会议也有详细的记录(第２９６ ３０１页).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中相关讨论.
谢诺发表若干文章,吸收了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人对中国国内近现代史研究提供的信息,对此作了介绍,见Jean

Chesneaux,“LhistoiredelaChineauxXIXeetXXesiecles,”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１０eannee,no．１(１９５５),９５
９８;“LaChinecontemporaine:Etatdestravaux,”Revuefrancaisedesciencepolitique,８eannee,no．２(１９５８),３８４ ４１１．



细记录①.除此之外,当年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还留下了一些往来书信,比如杨联陞与胡适的通信、李
济与张光直的通信等等,都保存了有关这些会议的一些议论.这些文献给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中国

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它们各有侧重,常常可以互相补充其他材

料忽视的一些细节.无论如何,新史料常常会促进当代读者对历史的新知,并引发读者对历史事件

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各国学者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国际学术共同体(internationalacademiccommunity)的

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江昭指出,国际学术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跨国议题研

究,这些重要跨国议题包括环境保护、疾病控制与防治、人权议题、文化交流等等.这些议题不仅涉

及到多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入江昭本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开始关注

国际教育交流以及相关项目,他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internationalism),一些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社区(globalcommunities)的整合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②.在

我看来,国际会议实际上也同样在全球社区的形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国际中国学会议即有将

全球中国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学全球社区(aglobalcommunityofChineseStudies)的重要

作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一开始只是青年学者之间较为松散的联谊活动,后来形成了有计划、
有目的、有制度的国际大会,轮流在西欧和东欧各大城市举行,并吸引了来自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

学者参与,对于构建冷战时期的国际中国学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受当时条件限制,与会者仅限于翦伯赞、周一

良、夏鼐、张芝联等历史学者,但西欧青年中国学会议参与者发表的论文并不限于中国史学,也涉及

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书写“二战”后的国际史学史,不能忽视西欧

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学者虽然都是历史学者,他们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表现以及影

响,并不仅仅是史学史论题,同时也是思想史、学术史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

政治史.“二战”后涉及中国学术的世界学术史至少可以有两种写法:一是以地区为单元,以中国为

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写成中国当代对外学术交流史;二是以政治为基准,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两大阵营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将中国学术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这两种写

法,都会忽视广大第三世界各国的学术,比如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实际上当时郭沫

若、郑振铎、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多次出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交流也是

当代世界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如果考虑第三种写法,则应该书写学术史的全球史,将中国学术发展、中国与其他各国学术的交

流纳入整个世界学术共同体形成与演变过程之中,书写更为全面的学术史、史学史,但这样一种写法

的目标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一种写法,常以中国学者为重点,以中国史学为

重点,在内容侧重方面容易把握,但也容易写成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文化交流史.而第二种写法,集
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美苏两大阵营,则容易写成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写成马列史

３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JohnKingFairbank,Chinabound:AFifty YearMemoir(NewYork:HarperandRow,１９８２),中译本[美]费正清:«费
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章克生校,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新译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

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傅吾康回忆录 WolfgangFranke,ImBanneChinas．AutobiographieeinesSinologen１９１２ １９５０
(Bochum:Projektverlag,１９９５);ImBanneChinas．AutobiographieeinesSinologen１９５０ １９９８(Bochum:Projektverlag,１９９９),
«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欧阳甦译,李雪涛、苏伟妮校,[德]傅復生审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牟复礼回忆

录 FrederickW．Mote,ChinaandtheVocationofHistoryintheTwentiethCentury:APersonalMemoir(Princeton:Princeton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１０).另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AkiraIriye,GlobalandTransnationalHistory:ThePast,Present,andFuture (Basingstokean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２０１２),１５．入江昭还以１９７２年赫尔辛基举行的UN支持的自然环境会议为例,说明研究国际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一会

议乃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一个小脚注.



学和资本主义史学(资本主义和西马史学)对立的历史①.我们不可否认,在冷战时期,学术界存在

东、西德之间的斗争,美、苏之间的斗争,苏联建国后也发展出对沙俄侵略与吞并中亚进行合法化和

合理化解释的理论,目的在于消除中亚各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构建苏联国家认同②.而五六十年代亚

非拉地区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获得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国在五十

年代奉行一边倒政策,对这些斗争予以支持.这种国际政治局势对促进中国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历史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在中国陆续兴起,一些学者也适应时代需要

改行做世界历史研究.周一良在１９５５年莱顿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发言时即主要介绍了中

国的亚洲史研究,这种历史研究特别注重亚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历史③,这一研究趋向与欧美

对其他各国进行研究的国际区域史取向迥异.当时«历史研究»也注重介绍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

以及朝鲜、越南的历史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历史学刊物很少会留出篇幅介绍越南、朝
鲜的历史学.当时的史学确实很大程度上要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服务.

在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这里先澄清一些相关的名词和概念.本文所谓“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

议”,在中国大陆学界最初由周一良在«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予以介绍,称之为“青年汉学家年

会”.当时他陪同翦伯赞参加了１９５５年莱顿第８次会议,回来之后作了简短的报道.他所谓“青年

汉学家年会”也并非是会议本身自己的用法,会议的英文名称是 TheConferenceofJuniorSinoＧ
logues,因每年一次,故周先生称之为年会.周先生在报道中对会议起源作了一点简单介绍:“一九四

八年夏,西欧若干国家一些比较年青的‘汉学’家门在荷兰莱登聚会,交换研究工作和图书资料的情

况,创始了青年‘汉学’家年会,以后每年轮流在伦敦、巴黎、罗马等地召开.”④第一次会议并非在

１９４８年夏举行,而是在１９４８年１月６ １２日.

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历史研究»则刊出了翦伯赞报道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之为

“青年汉学家会议”⑤,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因为会议名称从未带有欧洲字样.１９６０年第４期«历史研

究»报道了第１２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也称之为“中国问题会议”⑥.这些会议所讨论主题不限

于传统汉学,不少论文是讨论现当代中国问题,所以说“中国学家”更为切题.而且Sinology本身译

成“汉学”也成问题,因为所谓“汉学”主要处理汉文文献,而实际上Sinology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东方

学的一部分,很多学者常常结合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比如敦煌和西域出土的胡语文献)讨论中国历

史、语言、考古问题,不如回归到“中国学”为佳.本文为了方便理解会议轮番举办于欧洲各个城市起

见,称之为“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中国学家,但每次会议均吸引相当数

量的资深学者,这些资深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并非初次见面,所以会议本身不仅带有以文会友、帮助

各国青年学者扩大学术交往的性质,也有帮助各国资深学者重新建立学术联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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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当代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而在西文学界也出现

了不少论著,如SusanneWeigelin Schwiedrzik,“OnShiandLun:TowardaTypologyofHistoriographyinthePRC,”Historyand
Theoryvol．３５,no．４,ThemeIssue３５:ChineseHistoriograph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Dec．,１９９６),７４ ９５;ArifDirlik,“SoＧ
cialFormationsinRepresentationsofthePast:TheCaseof‘Feudalism’inTwentieth CenturyChineseHistoriography,”Review
(FernandBraudelCenter),vol．１９,no．３,“SocialScienceConcepts”(Summer,１９９６),２２７ ２６７;Q．EdwardWang,“Encountering
theWorld:ChinaandItsOther(s)inHistoricalNarratives,１９４９ ８９,”JournalofWorldHistory,vol．１４,no．３(Sep．,２００３),

３２７ ３５８;HuaiyinLi,ReinventingModernChina:ImaginationandAuthenticityinChineseHistoricalWriting(Honolulu:UniverＧ
sityofHawaiiPress,２０１３),chapter３:TheMakingofaNewOrthodoxy:MarxistHistoriographyinthe１９５０s．

VladimirFedorenko,CentralAsia:FromEthnictoCivicNationalism(Washington,DC:TheRethinkInstitute,２０１２)．
Gi WookShin,DanielC．Sneidereds．,HistoryTextbooksandtheWarinAsia:DividedMemories(London:Routledge,

２０１１),４４ ４５;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谈朝鲜战争.
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有关翦先生和周先生参加

这次会议的详细研究,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原载«文汇报»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１６６ １７２页.
«第１２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作者署名夏杨,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１９５９年第６期摘译.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始末.这里所说的中国学者,不
仅包括中国大陆学者,也包括港台学者,以及旅居海外的学者.所谓海外中国学,从来不是单纯由海

外学者创造的,它一直是国际中国学界的集体产物.无论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还是中国大陆、港
台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对海外中国学提出

的挑战,实际上反过来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的反思和发展.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陆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何

种论题,有何表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欧美学者的兴趣,有何影响.并对这些论题出现的国际思

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要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中国学家如何理解并认识当时中

国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参加会议持何种态度.欧美中国学家虽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海外中国

学者、大陆港台学者与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和学术因素都值得仔细讨论.再

次,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与欧美学者如何理解和适应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不断扩大,其中又是

如何形成各种误会和斗争,冷战时期各地区学者又如何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引起争执.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历史,尽管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但在学界并没有出现全面系统的

研究.早在１９５８年,方豪即提出,一个会议如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便值得写一篇小史.他在１９５８年

参加第１１届会议时向会议早期发起人荷兰学者龙彼得(PietvanderLoon)提出修史建议,以免史料

散佚.他在会上也问了不少学者关于这个会议的历史,注意到几乎无人每届都参与,大家所知都一

鳞半爪.龙彼得却认为会议要等举办三十年时再写历史,而他自己已注意搜集史料,已积两尺高.
这个会议从１９４８年办到１９７２年,终究没有达到龙先生期待的三十年.本文当然也无意写成一篇该

会小史.方先生简单介绍了这个会议与中国的关系,指出Sinology是指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是西方

学者对东方国家研究即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不少东方地区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学者对

这些地区的研究有其方便,亦有其优越感.他指出:

　　以汉学来说,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应该成为汉学,而是“国学”.我们对于研究自己本身的

事,无论语言文字,当然较外人为便利;但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亦不必闭关自

守,只要其目的不是为文化侵略,我们都欢迎;只要其研究成果实有可取,我们亦衷心接受.国

际上的学术交流,亦和国际间贸易相同,必须知道国际行情,愈详愈好,愈新愈好.所以对于这

一会议,我国绝不能置之不理.①

当然他这里所谓“我国”指的是当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着他便追溯了中国人参加历

次会议的历史,但却不仅仅限于当时台湾学者.他提到的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大陆学者、旅居海

外的中国学者等等,不过以和台湾关系较近的学者为主.他提及１９４９年以后因国民党政府刚退守

台湾,没有财力参与这一会议.但因为一部分汉学家的太太是中国人,加上一些中国学者旅居欧洲,
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这一会议,只不过台湾所知不多.方先生说得不错,实际上１９５０年在伦敦亚非学

院召开第３次会议时,已有多位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如傅乐焕、刘殿爵等人参加.
两岸学者正式同时参加会议是１９５５年莱顿会议,大陆派出翦伯赞和周一良,当时台湾大学历史

系讲师陈荆和在巴黎进修,请示了台大文学院,在院长沈刚伯指示下就近参加.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则

参与的中国学者甚多.大陆除了上次与会代表翦伯赞、周一良继续参加之外,加派了夏鼐、张芝联.
香港大学派出罗香林、饶宗颐两位,其他海外中国学者则有旅居伦敦的郑德坤、旅居马来西亚的贺光

中等.台湾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１９５７年德国马堡会议,成员包括李济、方豪、张致远三位,大陆代

表则缺席这次会议.那一年参加马堡会议的中国学者还包括港大罗香林、饶宗颐、刘若愚,新亚书院

牟润孙,以及旅居香港的柳存仁.旅居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如新加坡潘重规、华盛顿

杨觉勇、汉堡赵荣琅、剑桥王铃、伦敦陈志让等人.还有一些是欧美学者的华人亲属,如傅吾康夫人

５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９年,第２６２４页.



胡隽吟参加了１９５３年９月７ １２日在罗马召开的第７次会议①.
方豪所提到的１９５６年会议中国学者参与情况,也可以在饶宗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饶先生回

顾自己与日本和欧洲中国学家的交往时说,他第一次去日本是１９５４年去京都大学见吉川幸次郎,而
第一次去欧洲则是１９５６年去巴黎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会上见到了周一良、翦伯赞、夏鼐等

人②.他后来也参加了马堡和帕多瓦举行的中国学家会议.当时虽然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军事上

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岸三地学者仍有机会借助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得以在莱顿、巴黎等地碰面,一
起参加学术讨论,这也算是冷战时期难得的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和反思.

一、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之由来与早期发展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１９４７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

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１９４８年１月６
１２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

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

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Schoolof
EuropeanSinology),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

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③ 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④,
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傅吾康在

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书中也简要回顾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创办经过:

　　倡议者之一是剑桥的龙彼得,我从中国回来途经英国时认识了他.龙彼得来自弗里希亚群

岛的荷兰部分,与之相应,他的个性很强,固执己见.他的汉学知识很牢固,也希望其他人具有

同样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言辞常常很尖刻,当中粗暴地羞辱他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
所以从一开始就和他很合得来.龙彼得是青年汉学家会议的灵魂发动器.起初,参加会议的人

仅仅来自五个国家: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上一代的汉学开创者没有参加.会

议是非正式的,很自由.全体与会人员尽可能一起住在某个学生宿舍或类似的地方,一起吃饭,
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一周.会议大部分时间用于自由讨论.这类不算官方组织的欧洲合作,当

时还很罕见.尽管我有教授的地位,但却感到自己还足够年轻,可以加入这个圈子.⑤

这是欧洲中国学家留下的较为详尽介绍早期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文字,特别标出了龙彼得在开

创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提示了会议最初作为青年联谊会的组织性质.
剑桥会议之得以举办,确实与当时资深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当时英国资深中国学家主要包括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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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VIConferenzaSinologiJuniores,Roma:IstitutoItalianoperilMedioedEstremoOriente,１９５３,２６ ２８．她提交了论文“中
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用中文发表.这次会议主要实际组织者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的 LucianoPetech,Mario
Bussagli,LionelloLanciotti(郎乔蒂)等三人,但会议得到了院长图齐和副院长 AlbertoGiuganino的大力支持.图齐是一位亲共学

者,而 Giuganino在１９５７年曾与郎乔蒂一起访问中国大陆.
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
“IntroductoryNote,”Notesona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heldatCambridge,London,andOxford,January６th

１２th,１９４８.这份会议程序册封面最下方印着“私人和保密”(privateandconfidential)字样,最初似乎仅流通于与会者内部.
方豪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中也说:“一九四八年,一些在当时自认为青年的欧洲汉学家,为交换意

见,集思广益起见,发起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的所谓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的发起人是荷兰的龙彼得先生(PietvanderLoon),
其余发起人分隶于英、法、德、荷、义五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３ ２６２５页)此处他主要以国家列出最初的发起人,但实

际上第一届会议参与者有来自瑞典斯德歌尔摩的学者而无意大利学者.
[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下部第七章“学术会议与大会”,第２８４ ２８８页.作者在该回忆录中简要回

顾了他参加的历次会议发展情况.



桥夏伦(GustavHaloun)①、伦敦亚非学院西门华德(WalterSimon)、伦敦大英博物馆翟林奈(Lionel
Giles)、牛津德效骞(HomerH．Dubs)等等.会议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也有很强的联谊性质,虽
然会期长达六天,但论文发表的时间并不多,这次会议上仅有四篇正式论文,分别由四位资深学者发

表,包括夏伦的«中国古籍的文献研究之诸方法»、魏礼的«列子与中国文献断代»、西门华德的«关于

虚词“也”的一点想法»、德效骞的«三至四世纪马兹达教入华考».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

论,这些青年学者包括后来在欧美学界极为活跃的何四维(A．F．P．Hulsewé)、蒲立本(EdwinPulＧ
leyblank)、芮玛丽(MaryWright)、谢和耐(JacquesGernet)、毕汉思(HansBielenstein)、龙彼得等,
当时都是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与会者除了论文发表、参与讨论之外,也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考

察和交流意见,考察了剑桥、牛津、伦敦亚非学院等一些高校的相关中文藏书,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

组织的小型敦煌文书展览.大家也互相通报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第一次青年中国学者会议有几个特点.首先,会议虽然叫“一个青年中国学者会议(AConferＧ

enceofJuniorSinologues)”,会议论文主要发表者是资深学者,他们的论文侧重传统中国历史、语言

研究,也即是传统东方学的语文学(philology)研究.其次,与会青年学者当时基本上都尚未出道,来
参加会议主要是观摩和学习前辈学者如何做学问.再次,会议时间较长,代表们花较多时间参观考

察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交流学术信息.最后,与会者主要来自西欧六所大学,被认为是代表这些大

学来交流中国学信息.
这些特点在后来历次会议上陆续被颠覆了.１９４９年４月８ １４日第二次会议在莱顿举行,论文

发表人变成以青年学者为主,成为真正的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与会者来自西欧七所大学,除了参加

剑桥会议的六所之外,还增加了傅海波(HerbertFranke)代表的西德科隆大学 .其实,当时会议邀

请了一些资深学者,像法国戴密微、戴何都、瑞典高本汉等人都被邀请发表论文,其他如布拉格、牛
津、汉堡、哥廷根、柏林一些学者也收到邀请,但都未能与会.虽然发表论文学者不多,但这次会议参

与者来自七校,多达数十人.正如会议组织者克拉默斯(R．P．Kramers)所言,上次剑桥会议是为了

筹划未来,这次会议目的则是为了展示一些个人和集体合作学术成果.这次会议还尝试性地邀请了

一些古典学、历史、圣经学等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报告,主要讨论各自领域内对文献的处理

方法②,以备青年中国学家们参考.然后是芮玛丽、龙彼得、何四维、蒲立本等人发表与他们博士论文

题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唯一发表论文的资深学者是莱顿戴闻达,他主要介绍了荷兰的中国学学术

史.这次会议的明显变化是参与大学与学者数量的急剧扩大.

１９５０年６月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又有增加,共有六十余人

参加,来自西欧英、法、荷、德、瑞典的九所大学.西德除了上次傅海波继续参加之外,又增加了汉堡

福克司(WalterFuchs)、美因茨温特菲尔德(ViktoriavonWinterfeldt Contag)夫妇.剑桥青年唐史

学者杜希德(DenisTwitchett)也首次参加.法国则来了吴德明(YvesHervouet)、苏远鸣(Michel
Soymié)等人.白乐日接受了与会邀请,但未出席,只提交了论文.伦敦亚非学院作为东道主,自然

参加的人最多,除了组织者蒲立本之外,还有后来成为知名中国艺术史家的苏利文(MichaelSulliＧ
van)、中国哲学史专家葛瑞汉(A．C．Graham)、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秦瑞(J．Chinnery).当时在该校

留学的一些中国学者,如傅乐焕、黄锡凌、刘殿爵数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③.傅乐焕刚刚拿到博士学

７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有关他的事迹,参见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３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６１ ３１０页.
这些报告包括 W．DenBoer,“TheStruggleAgainsttheSupremacyofthePhilologicalMethodinClassicalStudies,”J．G．

Locher,“OntheMethodsofTextualCriticismintheFieldofHistory,”J．deZwaan,“OntheMethodofTextualCriticisminNew
TestamentStudies,”Proceedingsofthe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heldatLeiden(April８ １４,１９４９),２ ７．

TheThirdConferenceoftheJuniorSinologues(London,１９５０),１６．



位,参加完会议之后回到中国大陆①.黄锡凌１９４９年才进入伦敦大学,１９５０年接受了香港大学讲师

一职,也在参加完会议之后去了香港.刘殿爵当时刚被任命为远东部中国哲学讲师②,后来还参加过

几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见到了中国大陆代表夏鼐等人③.

１９５１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傅吾康夫妇参加了会议,住在学生宿舍区.傅吾康

晚年回忆录留下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美好回忆.当时傅吾康的一些法国学界朋友比如于儒伯、康
德谟夫妇和李嘉乐还在北京.他们夫妇见到了白乐日,并与戴密微共进晚餐.他们遇到了一些熟人

如宾格尔、林圣观、龙彼得、傅海波等人.这次会议是法国中国学展示其雄厚力量的一次机会.
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５２年９月８日至１４日在瓦恩举行,组织者是科隆无薪讲师傅海波.这次会议

上,在哥廷根教中文的博士生刘茂才介绍了他对东突厥史的研究,这是他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

计划.剑桥博士生杜希德介绍了自己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吴其昱介绍了自己正在研究汉文文法④.
这次会议与会者来源地区十分广泛.会议邀请了西欧地区以外的多位学者,包括澳大利亚堪培拉毕

汉思(HansBielenstein,研究«后汉书»)⑤、麦基洛(B．McKillop,研究陆九渊)、加拿大多伦多杜百胜

(W．A．C．H．Dobson,研究汉代和中文文法)、印尼雅加达曾祖森(TjanTjoeSom,研究«汉书五

行志»)、日本东京山本达郎(研究１７、１８世纪的近代中国史)等等⑥.

１９５３年９月７ １２日,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傅吾康说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

见到何四维.第六次会议组委会包括伯戴克(LucianoPetech)、布萨利(MarioBussagli)、白佐良

(GiulianoBertuccioli)、郎乔蒂等四人.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包括有来自土耳其、瑞士、奥
地利的代表.与会西欧中国学代表之中,除了上述傅吾康、何四维之外,还有福克司、谢和耐、白乐

日、叶理夫、杜希德、鲍吾刚等学者.这次会议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佛教学家出席,如日本铃木大

拙⑦、法国巴罗(AndréBareau)等等,以及当时在巴黎利用敦煌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写作博士论文的哈

密屯(JamesHamilton),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中远东研究院院长是佛学家、藏学家图齐的缘故.在这

次会议上,傅吾康夫人胡隽咏提交了中文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⑧.当时在

牛津任教的中国学者吴世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２日在英国杜伦大学哈特菲尔德学院举行了第七次会议,首次邀请了

美国、苏联两国代表参加,分别是美国的海陶玮(JamesR．Hightower)、苏联的郭瓦烈夫(E．KovaＧ
lev)和齐赫文斯基(S．Tikhvinsky)⑨.齐赫文斯基后来回忆说,苏联成立后一直没有太多国际学术

交流,直到五十年代初苏联政府才决定恢复苏联东方学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于是派人参加了在剑

桥举行的第２３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此事引起英国媒体的报道,１９５４年８月３０日出版的«泰晤士

报»指出,苏联派代表参加这次东方学家大会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随后苏联代表也参加了剑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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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傅乐焕在JohnPratt爵士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NatpatandOrdo:AStudyoftheWayofLifeandMiliＧ
taryOrganizationoftheKhitanEmperorsandTheirPeople).

何志华:«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５１卷(２０１０年),第８页.
«夏鼐日记»卷五记,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２日周三,“下午中国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铨(应是王铃)、吴其昱、刘殿爵五人来谈话”

(第２５７页).

V．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Wahn/Kln,８ １４September,１９５２．
实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弟子,１９５２年才去堪培拉任教,１９６１年回美.

V．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Wahn/Kln,８ １４．September,１９５２．会议主要组织者是 W．Speis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吾康说,这次会议第一次有了来自亚洲的代表,即日本东京的山本达郎.尽管山本在中国学界以研究敦煌文献知名,但
他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讨论１９２２ １９２７年的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其实这次会议上还有来自雅加达的代表曾祖森.

“TheV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EastandWestvol．４,no．３(１９５３),１８１．
VIConferenzaSinologiJuniores,７ １２settembre,１９５３,２６ ３２．
这次会议是紧接着剑桥举行的第２３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之后召开的,所以很多与会者接着就来参加杜伦大学中国学会

议.见 RaymondDawson,“Preface,”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２８ Sept．２,１９５４,SchoolofOrientalStudies,

Durham,iii．此次会议由斯伯丁基金会(SpaldingTrust)、伦敦中国协会、牛津大学东方学董事会赞助.西德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参加

杜伦会议,但东德没有学者参加.



年中国学家会议.据齐赫文斯基回忆,“英国有一个基本上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汉学家组织,他们欲

与阿列克谢耶夫比高低,对他所奠定的古典学派发难.就是这个青年汉学家组织后来转变成欧洲汉

学家协会,并成功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①.齐赫文斯基说青年汉学家组织是为了和俄国学者阿列克

谢耶夫争高低,未免夸大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地位,这也算是苏联学术民族主义心态的一种表现.他

的晚年回忆似有误,当时并没有什么组织,而是当时英国和荷兰青年学者的联谊会.
在这次杜伦会议上,美苏学者参与人数较少,也没有很强的政治背景,所以当时还没有爆发特别

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次会议上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苏联、美国和英国十五所大学的代

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龙彼得组织编纂欧洲图书馆所藏汉文丛书联合目录,这可能是西欧青年中国

学家会议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法国青年学者、法共党员谢诺则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史

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并介绍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龙彼得认为研究中国必

须多角度,并对中国学方法进行了反思.白乐日则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

法,并介绍了宋史研究计划,提议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编辑宋史研究手册.这次会议上杜希德已被任

命为伦敦亚非学院远东史讲师.在他上任之前,日本学者榎一雄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一年,而随着

榎一雄离去,伯克利列文森教授将来伦敦担任访问教授.这一年伦敦亚非学院也出版了田汝康在该

院完成的博士论文«砂拉越华人社区的社会结构»②.
第八次会议在莱顿举行,首次邀请了中国大陆代表,中国政府派出了翦伯赞和周一良两位③.这

次会议非常重要,除了中国大陆代表之外,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也克服了麦卡

锡主义引起的麻烦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外学者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接触,既有斗争,也
有友谊.傅吾康认为,“当时正值中国谨慎的对外开放时期,但这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白乐日给傅

吾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乐日受过全面的辩论训练,口才极好,而且无论法文、德文、英文都没问

题.“白乐日清晰的阐释和锐利的评论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和辩证的方法论基础上的,
总是令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白乐日与当时北京来的代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仍然

留在我的记忆里,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对那些批评性的评论耿耿于

怀.”④傅吾康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事实上,在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白乐日作为主要组织者,对中国

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傅吾康称第九次巴黎会议在佛维举行,北京四位代表都

是知名学者而非机关的行政干部.尽管傅吾康对这四位与会者的判断是对的,但在会议中北京代表

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与政治立场迥异,和其他与会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论.
傅吾康也介绍了第十次马堡会议.这次会议有来自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１５个国家一百多

人参加,许多人来自美国和东亚,如香港饶宗颐、罗香林,台湾方豪,傅吾康的老朋友张贵永以及哥大

富路特,但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困难在于———不仅仅是这次会议的困难———中国学者出国必

须通过政治部门的审批,这些部门通常只以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名义参加某个国际会议,而我们只是

以个人身份参加.有时候中国方面尝试以没有来自台湾的汉学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必要条件,但我们

对此持反对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国籍和居住地而拒绝任何一位汉学家.台湾当局也偶尔试图阻

止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到会.”傅吾康接着指出,１９５８年第十一次会议意大利帕多瓦、威尼斯会

议、１９５９年第十二次剑桥会议,中国都未参加.中国代表团因为签证过迟的原因没有参加剑桥会

议⑤.关于第十二次会议,傅吾康说:“在苏联同行的邀请下,下次会议将紧接着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之

９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慕丹、李俊升编译:«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齐赫文斯基回忆说这次会

上认识了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实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未参加这次会议,齐氏是在１９５５年莱顿会议上认识这两位美国学者的.

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２８ Sept．２,１９５４,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
周一良１９８５年重访日本,回国后写了«扶桑四周»一文,写到自己曾在莱顿会议上首次见到山本达郎;见«周一良集»第四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３页.
[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２８６页.
«第１２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见第８５页注⑥.



后在莫斯科举行,时间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但是,这次会议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被临时取消.这是一个

很好的例证:学术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一点严格地主导着当地的学术界.”①１９６１年第十三次会议由

傅吾康组织在汉堡附近的“里森之家”举行.苏联、捷克、东德临时拒绝参加.中国没有回应他的邀

请.匈牙利来了两名代表,波兰来了一位,美国则是费维恺,在伦敦的马来亚学者王赓武也参加了

会议.
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

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②,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

交流学术,在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无论是欧

美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当时都很期待参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交换意见.可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国

大陆学者仅有两次机会通过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交换意见,参与这一全球学术共同体建

设,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二、欧美中国学界热盼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２０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参与者来源地区扩大到亚洲,邀请

中国大陆、港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学者也是相当自然的.那么当时欧美学者对邀请中国大

陆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时留下来的材料和后来学者的回顾都提供了不少线索.虽然随

着冷战开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对立,但铁幕并未完全阻止两大阵营之间学者进行学

术交流,当时欧美中国学界极其期盼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不论是当时思想上左倾对苏联、东欧、中
国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好感的欧美学者,还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学者,都非常愿意与中国大陆学者

交流.这种交流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欧美学者期待了解中国学术的进展,一方面是

希望了解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资料和信息,以作为他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资料.总而言之,无论

是第一手文献还是第二手研究,欧美中国学界都对中国学界充满期待.
随着冷战序幕拉开,欧美知识界也出现急剧分化.总体而言,思想界、知识界以左翼知识分子为

主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欧、亚洲广大地区的急速成长,亚非拉各国纷纷摆脱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引起当时欧美知识界的广泛欢呼.欧美学界的亲苏、亲共倾向不仅体现

在思想上、学术上,在人事上也对当时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比如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便受到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在蒋介石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后很快就驱逐了该组织内部的“民
国政府”代表,一些职员如张歆海、程其保等人纷纷出走美国③.尽管当时欧美知识界有少数人如海

耶克、波普尔、雷蒙阿隆对亲苏、亲共倾向持批判态度,但总体上欧美知识界仍然极为左倾,这股知识

界、思想界的左倾,到６０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发展而达到高潮④.

０５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２８４ ２８８页.
现在欧洲汉学协会(EuropeanAssociationforChineseStudies)有每两年一度轮流在欧洲各国举行的双年会,参加的学者主

要以欧洲为主,但也有来自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学者,规模上可以称作世界中国学大会,第２１届大会将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在俄国圣

彼得堡举行.而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近年组织了若干次世界汉学大会,参会者虽然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为主,但并不侧重某一个地

区,比欧洲汉学协会要更少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美国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也每年举行年会,参加的学者以美

国为主,也有大量其他地区学者参加,但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中,汉学相关主题只占一部分.
张歆海、程其保都是早年清华学校送往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到美国长岛大学投奔早年在清华

做交换教授时教过他们的老师沃尔科特(GregoryH．Walcott).见拙撰«沃尔科特与清华»,待刊.
有关欧洲知识界与冷战的研究,见 NancyJachec,Europe’sIntellectualsandtheColdWar:TheEuropeanSocietyofCulＧ

ture,Post War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andNewYork:I．B．Tauris&Co．,２０１５);BenjaminTromly,MakＧ
ingtheSovietIntelligentsia:UniversitiesandIntellectualLifeunderStalinandKhrushchev(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４);LuciaBonfreschiandMarziaMaccaferri,BetweenEmpireandEurope:IntellectualsandtheNationinBritainand
FranceduringtheColdWar (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５);HiltonKramer,TheTwilightoftheIntellectuals:CultureandPolitics
intheEraoftheColdWar(Chicago:IvanR．DeePublisher,１９９９)．



当然,这股激进左翼思潮运动在美国也引起了右翼政治势力注意,对共产主义入侵西欧和美国

的恐惧一度笼罩着华盛顿政府,国会和政府都介入了争论,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与文化战争,公权力

也介入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传播领域.美国国务院在四十年代的对华政策上深受

一些思想左倾的中国学家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联邦政府开始检讨所谓“失去中国”的
责任,也开始对这些左翼学者在政界的影响进行批判和反思,国会内部争论不断,加上苏联在欧洲和

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①.美国中情局介入了对左翼学者的调查和迫

害,并开展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秘密行动②.当时一些活跃在政界和学界的中国学家陆续被政府

调查,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甚至护照被吊销,被禁止出国访问.这种状况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

有所缓解.１９５５年拉铁摩尔刚刚获准得到护照,得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他也正是在这一年９月莱

顿会议上邂逅了翦伯赞和周一良.而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在美国被认为是同情中国大陆政权的左翼

学者,在中国大陆学界却正遭到猛烈的批判.费正清、拉铁摩尔都被中国学界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
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周一良去莱顿之前,在１９５４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
顺带批判了费正清.据夏鼐在日记中说,１９５６年参加巴黎会议时,８月３１日晚上中国会议代表团在

翦老领导下商议开会方针,因为周一良“曾写一文骂过西洋汉学家,翦老去年曾与白乐日(Balury)争
辩过.我们这次抱‘求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希望我与张同志取温和态度,但原则上仍要坚持不

懈”③.翦老在莱顿时对美国学者其实比较克制和友好,这一点可从牟复礼回忆中得到印证.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大致可按照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费正清这类学者,“二战”期

间或者战后参与过美国在华政治活动,曾服务美国联邦政府,担任政府或军队秘密职务,有政府雇员

经历和背景,也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在学术上有一定表现;还有一类是比较偏重学术的专家学者,
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二战”期间为盟军进行破译密码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但与政治比较疏离,
如牟复礼、蒲立本④.而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来说,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苏

亲华左翼学者,一类是政治立场非左翼中立学者.前者有些是共产党员,如英共秦瑞、法共谢诺,也
有非共产党员身份亲共学者,如意大利图齐.非亲共政治中立学者如白乐日、牟复礼等人.但他们

对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一起交流学术都非常期待.

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周一良参加莱顿会议时,与秦瑞、谢诺开始认识,得到秦瑞和谢诺的帮助,双方

结下了友谊.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时,谢诺作为东道主,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中国大陆代表团一行四

人,更在会议期间对大陆代表团照顾有加,导览巴黎风景.谢诺同时表示出大陆代表团来法可以合

作从事政治宣传的愿望.据夏鼐讲,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７日,谢诺总结这次会议,认为颇为成功,要给组织

上打报告.还提到土壤会议代表来法国之前没有与法中友谊协会先联络,“未能利用机会进行政治

工作,殊为可惜”⑤.法共学者当时对政治立场一致的大陆代表团颇为照顾.
据牟复礼回忆,１９５５年他在莱顿很期待和中国学者见面.他是周一良太太早年在哈佛陆军特

训班的中文学生,１９４０年代就认识周一良夫妇.当时他博士刚毕业,来到莱顿,原本打算投奔戴闻

１５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AlbertFried,McCarthyism,TheGreatAmericanRedScare:ADocumentary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７);RichardM．Fried,NightmareinRed:TheMcCarthyErainPerspectiv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０);Mary
SperlingMcAuliff,CrisisontheLeft:ColdWarPoliticsandAmericanLiberals,１９４７ １９５４(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Ｇ
settsPress,１９７８);RobertM．Lichtman,TheSupremeCourtandMcCarthy EraRepression:OneHundredDecisions(Urbana,

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２０１２)．
FrancesStonorSuanders,TheCulturalColdWar:TheCIAandtheWorldofArtsandLetters(LondonandNewYork:

TheNewPress,１９９９);HughWilford,TheCIA,theBritishLeftandtheColdWar:CallingtheTune(London:FrankCassPubＧ
lishers,２００３)．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１日星期五,第２５１页.
蒲立本１９５１年由西门华德指导,在伦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５３年即被剑桥聘为汉学讲座教授,１９５５年出版了«安禄

山叛乱之背景»一书.所以１９５０年代后半期青年汉学家会议召开时,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剑桥汉学教授的身份.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７日星期一,第２５９页.



达,因戴闻达去世,遂应何四维邀请到莱顿访学,并参加中国学会议.牟复礼会议全程也都陪着翦老

为其翻译.他在回忆录里并提及秦瑞、谢诺很想结识的翦老.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很期待与中国学

者见面.据周一良的会议记录,白乐日也很希望中国学者来西欧开会交流,在莱顿会议上就支持中

国学者参加第九次大会.翦老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中则提及,在周一良与罗香林的翻译

贺光中发生冲突时,白乐日代表会议主席团发言,请中国代表周一良先生继续发言,“希望中国的朋

友尽量发言”①.
当时美国学者很期待与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交流,或者说交锋.很可惜的是,１９５７年反右运

动以后,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到欧美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事.不过去苏联则相对

容易得多,只是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学术交流也难以为继.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Ｇ
har)在«中国季刊»１９６０年第４期撰文介绍莫斯科举行的第２５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②,特别提到当时

大家非常期待中国派出代表团来参加本次大会,结果中国代表团完全缺席,让人极度失望.每天开

完会,与会欧美代表回到所住的乌克兰旅馆房间里都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缺席问题.马若德说,苏联

一家期刊曾对１９５７年中国代表团缺席慕尼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表示遗憾③,而１９５９年７月苏联«当
代东方»说人数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将参加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期

待.１９５９年北京出版的«历史研究»第９期也刊出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供稿«关于第二十五届

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报道了这次大会将在列宁格勒举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立了筹备委员

会,成员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卡弗罗夫,院士奥尔别里、司徒鲁威、茹科夫、维诺格拉多夫、马伊

斯基、康拉德等人.大会筹委会还成立几个专题委员会,如关于古代东方问题委员会、关于东方各族

人民的文献和手稿出版问题委员会以及关于东方语言学问题委员会.大会还准备出版多达４５０种

以上的科学出版物,将列宁格勒所收藏丰富的东方手稿挑出一部分文献资料予以出版并组织专门展

览,以反映苏联境外东方各族人民古代独特文化,以及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科学、文化成就.
苏联为了筹办这次国际大会,确实下了很大本钱,其目的则是为了宣传苏联意识形态优越性和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④.在这之前,１９５９年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举行的第十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就“要求

必须吸收更加广大的学者参加中国学会议,特别是那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而会议最后也在匈

牙利学者普实克、法国学者谢诺等人提议下,对中国学者因外来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
马若德表示并不知道是何种原因让中国代表团缺席,但他认为最终决定出现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９

日.因为这时出版的苏联«当代东方»７月号发表了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中国研究所齐赫文斯基一

篇关于中国学的文章⑤,而这篇文章的第一页被撕掉了,并被细心地用一张新页取代.这个变化被欧

美学者理解为苏联试图遮掩有关中国代表团参会的信息,而这种遮掩是近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导致

的结果.因为到７月底,尽管看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在布加勒斯特达成一些妥协,但苏联新闻开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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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

RoderickMacFarquhar,“The２５th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TheChinaQuarterlyno．４(１９６０),１１４ １１８．
据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２４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秘书长是德国学者傅海波.傅氏参加了１９５６年巴黎青

年中国学家会议,当场邀请了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４日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东

方学家会议,“送给每人一张请柬”.可惜代表团最后未能成行,也未参加这一年９月在马堡举行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宣传的研究,参见 MichaelKemper,“PropagandafortheEast,Scholarship

fortheWest:SovietStrategiesatthe１９６０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inMoscow,”inMichaelKemperandArtemyM．
Kalinovskyeds．,ReassessingOrientalismInterlockingOrientologiesduringtheCold War(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

２０１５),１７０ ２１０．
这个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是以前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中国学研究所合并组成的.苏联科学院以前设立了东方学研

究所,１９５６年其中的中国历史经济组独立出来组成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出版«苏联中国学»期刊,但１９６０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

化而该所撤销,相关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院.有关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介绍,参见罗元诤:«苏联科学院中国学

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５８年),第２４ ２６页;综合研究见 J．StuartKirby,RussianStudiesofChina:ProＧ
gressandProblemsofSovietSinology(London:MacMillan,１９７５)．



点名地攻击中国看待战争与和平的“教条主义观点和立场”.马若德说,根据北京的南斯拉夫通讯站

报道,苏联技术专家正在撤离中国.这之后中国学者参与欧洲中国学会议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直
到“文革”结束后才出现转机.

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华人学者,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是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
刘殿爵、傅乐焕、郑德坤、胡隽咏、吴其昱、吴世昌、刘茂才、王铃等人,二是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

学者,三是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正如前文简短提示的,旅居欧洲的一些华人学者很早即就近参加了

一些会议,大陆学者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则参加较晚.这些学者之间,以大陆学者和旅欧学者

之间交换意见较多,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则有一些冲突.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都只派出了历史学者,但实际上当时新中国历史

学发展只是刚刚开始.尽管１９５０年大陆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却迟至１９５４年才成

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更迟至１９５５年６月１日才成立.当时历史学界在翦伯赞、范文澜

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领导下,花很大力气从事近代史料整理和编纂工作,主要是编纂一套«中国近代史

资料丛刊».５０年代初至反右之前这段时间,中外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仅１９５５年夏鼐在短时间内即

接见了瑞典考古代表团,法国、挪威、比利时、新西兰文化代表团,以及澳大利亚外宾.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８
日,中国文化代表团也访问了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其成员有中科院的侯德榜、茅以升,中国人民对外文

化协会北方和西方部副总干事等人.当时代表团会见了院长图齐,图齐是意大利知名左翼学者,对新

中国相当友好,当即赠送一本他自己的著作«西藏图绘写卷»以及其他学院出版物给中科院院长郭

沫若①.
中国学者两次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均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翦伯赞负责

组织人员参加,并在会议期间领导代表团工作.程序上是由欧洲会议组织者发邀请信给中国科学

院,邀请中国史学工作者参加.所以,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名义上是邀请学者个人,但实际上和中

国学者联系是通过中国科学院.所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派出与会代表,第一次参加１９５５
年莱顿会议是翦伯赞和周一良,第二次参加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是翦伯赞团长带领团员周一良、夏鼐、
张芝联三人,翦、周两人是莱顿会议参加者.因为莱顿会议欧美学者表示对中国考古新资料非常有

兴趣,所以翦老次年带上了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并组织了考古成果展览②.张芝联则因为通晓法语,可
以为代表团在巴黎的活动提供翻译帮助.据他自己讲,他当时在代表团管理生活财务,兼任翻译③.

１９５６年之后,虽然也几乎每年接到邀请,中国代表团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也尽量发电报给

会议组织者表示祝贺.１９５７年９月５ １２日第十次马堡会议召开④,中国代表团收到邀请,但未能与

会,就发了贺信给会议组织者.未能成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发生反右运动,史学工作者忙于应

付政治运动.这次会议同样收到邀请未能与会但也发信祝贺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国

家.不过,这次会议港台地区一些学者则应邀参加.后来也形成了常态,即大陆学者被邀请与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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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ctivitiesoftheIsMEO,”EastandWestvol．１７,no．１(April１９５６),１１４．
夏鼐当时并不是党员,他１９５９年３月才入党.但因为业务能力突出,也积极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组织上信得过他,也

请他出席巴黎会议.«夏鼐日记»卷五经常有夏鼐记录自己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
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刊登了署名小氾译自«现代东方»１９５７年第５期的报道文章«第１０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指出１９５７年９

月５ １２日在西德马尔堡城举行了第１０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有来自１６国的１６０多人参加,苏联代表团４人.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

文化的传统和革新”.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普鲁谢克«论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苏联学者尼基甫洛夫«谈谈汉民族的形成问题»、
法国学者胡塞涅«汉字的拉丁化问题»等文章引起热烈讨论.香港学者罗湘林的文章«香港在争取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一文莫名其

妙,对香港的殖民地性质只字未提.一部分汉学家则避口不谈中国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问题.见«哲学社会科学动态»

１９５８年第３期.由于是摘译自苏联报道的文章,罗香林的名字误为罗湘林.



常常未能与会,而港台学者一般参会不成问题.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 ９日第十一次会议在意大利帕多瓦举行,中国大陆学者没有参加,也未发信或发

电报祝贺.其实原本打算参加,因故至７月下旬才决定不参加①.东德派人参加也发电报祝贺,罗马

尼亚和新加坡没有参加,但也发电报祝贺.这次会议引发了会议组织者之一意大利学者图齐和台湾

学者方豪之间的论争,值得注意.１９５９年９月７ １２日第十二次年会在剑桥举行,中国原拟派出以

侯外庐为首的代表团,但因为签证延误,未能与会.据当时«历史研究»的报道,“会议组织者邀请了

中国以侯外庐教授为首的代表团,但是由于签证过迟,以致未能参加会议.英国当局的这一粗暴无

理的行动引起各位代表的极大不满,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缺席给会议的科学内容带来了严重损失.普

列布累克(即蒲立本)教授代表与会者对中国学者之缺席深表憾意;在大会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并

就此事一致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②.最后一天,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普实克、谢诺、韩南等人提出动

议,对中国学者因意外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进入６０年代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机会越来越少.

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中国代表团一行四人于８月２９日抵达巴黎,９月１８日离开巴黎,经苏联于９
月２３日返回中国.参加完第九次会议之后,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都写了会议报告发表在«人民日

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汇报»,对会议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报道,留下很多珍贵信息.
翦伯赞不仅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对会议讨论过程做了详尽介绍,还为

«人民日报»撰文«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倡导中法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当时参加会议一

方面是为了和世界上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中法两国之间

的友谊.周一良指出会议主要为了让各国汉学家交换研究成绩和互相学习,并促进文化交流和增进

彼此了解.张芝联则主要介绍了参加会议代表发表论文的情况③.
翦伯赞的报告称报名参加者有１９５人,包括一些临时参加的代表,也有之前邀请的代表有事未

能参加.与会代表以法国、西德、英国三国人数为最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包括中国四人、苏联两人、
捷克两人、东德五人④.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翦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参会者也更为关注.意大

利学者郎乔蒂在报道中则给出了代表们的详细来源,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大陆、捷克斯洛伐

克、法国、东德、西德、英国、夏威夷、荷兰、香港、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美国、苏联.会

议荣誉共同主席是法兰西公学院戴密微和索邦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戴何都⑤,会议组委会主席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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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他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７日晚抵达罗马,听在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任教的杨凤

岐说大陆方面原定派三人参加,其中一人为周一良,但７月２５日之后,又听说大陆学者不出席会议.此文原刊«中国一周»１９５８年第

４３７期,后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３ ２６３２页.
«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
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２００５年张芝联在“从汉学到中国学

的转变趋势”研讨会上回顾了１９５６年参加巴黎汉学会议的情况,指出当时汉学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之争,五十年后不再可能重现当

年那样的情形.见吴原元:«“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研讨会综述»,«汉学研究»第１０辑(２００７年),第３８１页;王晴佳:«张芝联

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８７页.

LionelloLanciotti,“IX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EastandWestvol．７,no．３(October１９５６),２６２．翦伯赞说是巴

黎大学教授德密微和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主任戴乐都分别致辞.郎乔蒂列出的香港代表主要包括香港大学讲师罗香林、饶宗颐.
翦伯赞报告里说罗香林和饶宗颐赶来开会,因剑桥大学王铃去参加国际科技史会议,巴黎会议组织者便把罗香林的论文“中国社会

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取代王铃的位置.罗用汉语发表,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口译为英文.翦伯赞提到贺光中“唐宋民

间音乐研究的新途径”、罗香林“蒲寿庚考”、饶宗颐“殷代卜辞中的杂占”三篇论文送交太晚,没有列入发表议程,用油印本分发.翦

伯赞还暗示这三人“似系台湾出资遣送来参加会议的”.见«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８９页.台湾未派代表参加,所以台湾

地区汉学研究近况由贺光中介绍.据翦伯赞说,贺光中“口口声声说中国如何.我们因为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并未起来拦

阻他”.当时周一良介绍大陆的研究,贺光中介绍了香港的汉学研究,饶宗颐介绍香港的甲骨文研究.



乐日,成员则包括白乐日、谢诺、叶理夫(VadimeElisseeff)①、谢和耐、吴德明(YvesHervouet)、康德

谟、于如伯(RobertRuhlmann)、李嘉乐(AlexRygaloff)、苏远鸣(MichelSoymié)等人.
周一良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一文②.周一良指

出,所谓汉学包括中国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研究.在巴黎召开的第十次会议有近二

百人参加,使得会议由最初的西欧组织逐渐带有更广泛的国际性质,“前年开始有苏联和美国的代表

参加,去年有我们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学者参加,今年又来了捷克的汉学家们”.除了着重介绍大会集

中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还提及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法国研究汉学的学术机构并与一些汉学

家会晤.这些汉学机构包括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国民图书馆写本部、赛奴奇东方博物馆.而会晤

的汉学家主要包括戴密微、李嘉乐、白乐日、于儒伯、谢和耐、叶理夫、谢诺等.他特别提到谢和耐的

新著«五世纪到十世纪中国佛教经济史»材料充实,值得注意.除了汉学家之外,代表团也见到了法

国全国博物馆管理处处长萨尔、中亚考古学家格尔什曼等.
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的文献之外,夏鼐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与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一起参

加巴黎会议的全过程③.早在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３日,夏鼐就在日记里提到了参加巴黎会议的事.当日

上午文物局送来已经由陈梦家选择过的出国展览照片,夏鼐再审查一过.当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学部来谈下半年结合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组织考古学展览事.７月２３日夏鼐还在乌鲁木齐考古训

练班上课时,即接到中国科学院请中共新疆党委宣传部并文物局转发的加急来电,告知有紧急出国

任务,请他８月５日前返京.７月３１日下午夏鼐接到王明来信,得知是派他去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

会议④.８月７日翦伯赞请夏鼐到文化俱乐部与胡愈之、韦悫一起进餐,听刚从巴黎回来的胡先生介

绍巴黎文化界情况,胡先生指出外国人尤其汉学家很注意中国文字改革一事.
从夏鼐的描述来看,这次会议上法、英左翼学者谢诺、秦瑞等对中国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

很多接待服务.当中国代表团于８月２９日当地时间下午４点抵达巴黎时,谢诺到机场接机,将刚刚

抵达的代表送至鲁特西亚旅馆(LutetiaHotel)下榻,然后一起去金龙饭店用餐.第二天一大早谢诺

来商谈工作.白天由李嘉乐带领游历协和广场、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晚上到李嘉乐家用餐.８月

３１日前燕京大学校友、正在巴黎大学的梁佩贞来访,介绍留法人员情况.张芝联遇到石泰安(Rolf
A．Stein),石泰安表示想与夏鼐见面.这一天,代表团也由翦老召集起来讨论开会方针,主张抱着求

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９月１日到谢诺家吃午饭,陪同的有英共秦瑞夫妇.饭后到维纳公园参加

«人道报»组织的义卖.后来又到中法协会的中国馆喝茶,遇到越南学生会主席阮克援.秦瑞晚上为

中国代表团翻译会议文章.９月２日法国学者于儒伯来访,转到会议安排的宿舍入住,遇到苏联代表

郭瓦列夫、陆绵采夫,以及德国学者傅吾康、英国学者西门、日本学者市古宇三等人.晚餐与芮沃寿、
拉铁摩尔夫妇一起.晚餐后参加开幕式,戴密微、戴何都致辞.郑德坤自剑桥来,告诉夏先生其近作

«中国史简史»已经定稿,希望夏先生替他审阅一遍⑤.９月１０日郑德坤来取回其文稿,夏先生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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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理夫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之子,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后师从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１９４１ １９８２年在

巴黎Cernuschi博物馆任职,一开始主要协助格鲁塞工作,后来接替格鲁塞担任馆长;抗战期间曾在法国驻重庆公使馆任职,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年任戴高乐政府驻华首席代表;晚年任集美博物馆馆长.其学术生平见BobotMarie Thérèse,“InMemoriam:VadimeElisＧ
seeff(１９１８ ２００２),”Artsasiatiquestome５７(２００２),２２９ ２３１．

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１６６ １７２页.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９日星期三至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８日星期二,第２５０ ２６０页.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３日星期一、７月３１日星期二,第２４０、２４２页.
即PrehistoricChina (Cambridge:Heffer,１９５９).郑德坤在铭谢中感谢了夏鼐、杨联陞、周一良、张光直等人,他应该是在巴

黎期间与夏鼐和周一良谈过他的书稿;RalphC．Croizier的China’sCulturalLegacyandCommunism(NewYork:PraegerPublishＧ
ers,１９７０)英译了中国学者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郑德坤的«共产中国的考古学»(ArchaeologyinCommunistChina).见邓聪:«悼念郑

德坤先生»,«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７６０页.郑先生在１９５９ １９６３年之间出版了«中国考古大系»三卷,
其中第一卷«史前中国»１９５９年出版,其前言中向夏鼐先生表示感谢.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２０日郑先生邀请夏鼐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夏
先生回忆了两人１９５６年在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上的会面,当时郑先生将«史前中国»的稿子交给夏鼐指正.



了一半.郑先生是日１１时需要返回英国,所以没有时间让夏先生完成审阅任务.这个行程反映了

当时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后与各国左翼学者接触更多、来往更为密切.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发表论文,参加讨论,与其他与会学者进行学

术交流,和老朋友欢聚,认识新朋友,参观了莱顿和巴黎学术研究机构,并举办了中国大陆考古成果

展览,但也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参加学术交流方面,莱顿会议期间,翦伯赞做了两场报告,分别是

«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①,周一良的报告

是«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在１９５６年的巴黎会议上,翦伯赞原本准备讲«就新近

考古发现来看汉代的经济»,但在会上主要讲«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指出应以

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来理解中国社会性质,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

展»,周一良报告中国大陆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情况,夏鼐报告«新中国的近年来考古发掘»,并组

织了有１５０张照片的出土文物展览.
巴黎会议上,汉语教学与汉字改革工作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１９５６年９月７日,与会各

国代表介绍了本国汉语及文学的工作情况.周一良介绍了中国方面的情况,并分发了汉字改革方案

等小册子.翦伯赞还接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带了一封信去巴黎给西欧中国学家,征询西欧

学者对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这封信由戴密微译成了法文.西欧中国学家们不同意简体字,但赞成

拉丁化,因为简体字会增加学习者负担,他们不得不学习繁体和简体两种字体,拉丁化则让中文更接

近西文.翦伯赞发现这与他在日本的经验相反,他说日本学者赞成简体字但不赞成拉丁化②.
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也与欧洲中国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如１９５６年９月５日,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去白乐日家用茶点,获赠白乐日出版的«隋书食货志考

译».夏鼐等人与旅欧华人学者也进行了接触,并有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夏鼐在郑德坤请求下,帮其

审阅«中国史简史»稿本③.９月１２日下午,中国留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铃、吴其昱、刘殿爵等五人

来找中国代表团谈话.夏先生注意到刘是香港人,不想回国,先告辞④.实际上当时刘殿爵已经担任

伦敦亚非学院中国哲学讲师.骆惠敏在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进行中国

科学技术史研究和写作.左景权和吴其昱当时都在巴黎留学,毕业后也都留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
参加学术会议,发展学术友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受政治影响,与会代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

突,这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华人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之间因意识形态纷争产生的矛盾.具体表现在９
月４日的争议.这一天轮到香港代表罗香林用中文发言,他也讲历史分期,当时由美国学者史华慈

担任小组主席,马来亚华人学者贺光中担任翻译.罗香林结束论文发表后,大陆学者周一良起来发

言,对罗香林的解释提出质疑,但主要是介绍新中国史学者对于历史分期的标准问题,特别讨论了封

建制度的定义,发言时间较长,引起了贺光中的不满,认为周一良讨论发言应该仅限于对报告人论文

的批评,而不是宣扬自己的观点,指责周一良发言时间过长.这又引起翦老的不满,翦老随即起来应

战,向大会指出,“一个翻译竟敢限制中国代表的发言,我们认为不能容忍,这是对新中国不友好的表

现,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教授,我对这种不友好的态度提出严重的抗议,请主席团对贺光中的无礼取闹

表示意见,如果主席团也持贺光中的不友好态度,我们可以退席”⑤.周一良接着询问可否继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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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这篇论文主要以«红楼梦»为材料来分析１８世纪的社会经济;这实际上是受到当时国内１９５４年兴起的以«红楼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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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史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７ ２６８页.
翦伯赞:«在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７日发言,刊于«拼音»１９５７年第７期,收入翦伯赞:

«历史问题论丛续编»,«翦伯赞全集»卷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４４ ４４６页.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９月２日星期日,第２５０ ２５２页.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２日星期三,第２５７页.原文王铃作王铨,有误.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８９页.



史华慈表示可以继续发言,大会组委会主席白乐日也表示支持周一良继续发言,并希望中国代表尽

量发言.据夏鼐的叙述,这次讨论结束之后,在随后越南学者报告时,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等马来

亚、香港代表均退席出去.据夏鼐的日记,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上午会议结束后,会议代表进午餐

时,巴拉士告诉中国代表团,贺光中在抗战时曾与日本合作,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利用,曾在澳洲工作,
现在马来亚教书.母亲是比利时人,故英法两国语文不错,但极为反动.又说这次这三人是事前并

未报告,前天报到并交来三篇论文,排不进去,结果勉强排进这篇.
除了学术交流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发表在当时中国大陆官方报纸的一些文字也给中国学者参

加会议的目的蒙上了一层外交色彩,这些文字认为中国学者参加巴黎会议深深体会到了法国人民对

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法国学者热情接待了中国学者,法国人期待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法国人民与

中国学者也在会议和参观过程中发展了中法友谊.翦伯赞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一文,风格和内容与他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
迥异.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将这次会议写成一个外交关系新进展的报告,重点并非学术.他在文章中

总结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收获不少,这些收获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以文会友,听到了西方学者对中

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各种意见,而且还收获了中国大陆学者和世界各国中国学家之间的友谊,而这种

友谊正是中国学者今后和各国中国学家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合作的一种最好的保证.翦伯赞接着特

别提到了法国中国学家的友好和热情:

　　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法国的汉学家对待我们是友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

都没有忘记把我们当作是法国学者们最尊贵的客人.在开幕的致词中,在闭幕的宴会中,在巴

黎市长的招待酒会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我们法国朋友的这种友谊.这些法国的教授,不管是马

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恢复北京和巴黎的政治和文

化的正常关系.还应该提到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法国青年,特别是研究汉学的青年,他们对新中

国是向往的、友好的.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通过我们把他们的友谊带给中国的青年.
此外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杜布伊先生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在科学研究方面和我国合作;法

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贝尔热先生、副司长巴叶先生在他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中也向我们表

示,希望和我国交换学生和教授.作为中国的一个教授,我们欢迎法国学者们的这种友谊,并且

珍重这种友谊.我们希望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友好合作,在

新的历史基础上恢复中法两国的正常关系.
翦老的愿望是很好的,憧憬也很美好,甚至１９５７年初中国学者也几乎要去参加在联邦德国马堡举行

的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了.可惜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翦老终究没有机会重返欧洲,其他学者此后也

没有机会再去欧洲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交往.
对于这次巴黎会议,周一良也指出:“欧美的学者们想要研究中国学问,当然要和中国大陆学者

发展友谊;而中国大陆学者也愿意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汉

学家们.”①他指出代表团不仅在巴黎受到教授们的礼遇,也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好多学生自愿

来当中国代表团的向导和翻译,陪同参观档案馆、卢浮宫、凡尔赛等地,体现了中法友谊.他甚至认

为在中法两国人民共同愿望的推动下,中法邦交正常化也将是不久的事.

四、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中国学会议对国际学界之影响

中国大陆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可谓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大

陆历史学者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世界学术舞台,以平等身份参与世界学术讨论.虽然有一些西欧

学者在５０年代初也访问过中国大陆,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陆学者,更不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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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１６６页.



大陆学者的学术取向和成就,而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学术中的影响,也多半是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了

解.中国大陆学者虽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但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远.一是宣

讲唯物史观和介绍中国大陆的历史分期讨论,引起了西欧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二是介绍中

国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取得的考古成就,让西欧中国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感兴趣;三是介绍中国大

陆当时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国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

国史在海外的发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对话和参与的机会,比如缺席白乐日主持的国际宋史计划便是

一例.总而言之,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邀请美国和苏联学者参加,使得它由一个区域性组织变成

世界性组织;而邀请日本、中国、澳洲等地学者,又使得它由世界性组织变成全球性组织.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不仅进行了学术交流,也将两次会议视为宣传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阵地.出国宣传唯物史观是当时翦伯赞为首的中国代表的一个重要目的,周一

良也说:“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理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按社会形态划分历史时期的正确性.”①翦老则

指出谈历史分期不等于宣传共产主义,历史分期问题是哲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周一良认为这种

“软中带硬”的语言非常生动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态度,如果有欧美学者

对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不友好的中伤,则必须加以驳斥.这种态度在当时冷战下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

上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也是正常的.
当时中国大陆史学界的领导人如郭沫若、翦伯赞、刘大年等人都特别强调科学的历史观.中国

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学术上也接受了苏联历史学的影响,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１９５１年苏联科学院派人来中国谈历史学合作问题,主要是当时苏联学者在用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其中中国史部分决定交给中国学者编写.这个项目当时由

中宣部指示范文澜、翦伯赞、向达、邵循正等人领导,１９５３年定稿.但是苏联科学院未接受这一稿

件,中方决定自行出版,即«中国历史概要»②.这是第一本全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作的权威的

普及本中国通史.虽然此稿未被苏联接受,但由编写过程可以看出,此书正是当时中苏史学合作的

产物.
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再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力图使历史学变成真正的历史科学,在中国确立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统地位③.郭沫若在１９５４年１月２日给«历史研究»所写的发刊词强调:“汉民族

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

释.”④当时各地举行的历史学会议都称为“历史科学大会”,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将历史学“科学化”的
努力.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致力于将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历史观.刘大年就指出:马列科学历史观的确立,才将史学变成科学⑤.
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理论讨论主题出现了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

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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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１６７ 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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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HistoricismandtheCrisesofSovietHistoriography,”JahrbücherfürGeschichteOsteuropas,NeueFolge,Bd．５１,H．１
(２００３),１６ ３４．



典认为:这五朵金花的出现产生于一种“战时史学”体系,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

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多重内容构成,深受当时国内一波接一波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气以及国际上冷

战局势影响①.王先生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当时产生“五朵金花”的国内史学发展背景,指出唯物史观

派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具有社会史和学术史的意义.这一判断,如果结合当时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学

思潮来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世界史学潮流正是经济史、社会史的兴盛.这也正是国际史学界对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感兴趣的学理性背景.
从国际学术发展来看,历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其实明显受到苏联史学影响②.苏联史学

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而集中讨论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颇受重视,
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③.而且这种情况对欧美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但“五朵金

花”之中,只有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引起了５０年代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社会性质和分

期的持续讨论.这种讨论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也引起了回应.这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

次提出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尤其集中讨论了中国

历史分期问题,欧美一些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傅吾康、史华慈、白乐日等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国际

史学大讨论.而在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尹达随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时,翦伯赞１２月７日在日本史学

六团体组织的讲演中主要讲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引起日本史学家铃木俊、西岛定生、仁井田陞等人

的浓厚兴趣和讨论④.后来铃木俊等人还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１９５７年出版,总结与中国史

学家的讨论.１２月２１日翦伯赞、尹达又与增渊龙夫、远山茂树等人座谈近代史和民族文化问题,翦
伯赞作讲演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接受情况.

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分期感兴趣,也有其思想和学术基础.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欧美学者即已经开始注重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⑤.随着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为紧

迫.在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阵营,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热烈讨论的问

题,也有了新的兴趣.自启蒙时代以来,欧美人士宣扬所谓普遍人权,认为人类有对于自由、平等、博
爱的普遍追求.而这种追求背后有所谓科学、理性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沃勒斯坦指出的,这种所谓

普遍主义来自于启蒙时代,应被称为启蒙普遍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文化,也是资本主

义的统治思想,这种普遍主义正是历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穹顶的基石,强调现代化、科学技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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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良史的命运»,第２６５ ２７９页.王先生此文回顾了“五朵金花”大讨论

的来龙去脉,指出了这些讨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权力中枢对史学的兴趣,二是领袖人物对某些观点的好

恶造成的影响.但他也特别指出了马列史学中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不过是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而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仍

然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思维模式.
有关苏联史学讨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评述,见 RudolfSchlesinger,“RecentDiscussionsonthePeriodizationofHistory,”SoＧ

vietStudiesvol．４,no．２(October１９５２),１５２ １６９;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评述,参见 LeoYaresh,“ThePeasantWarsinSoviet
Historiography,”AmericanSlavicandEastEuropeanReviewvol．１６,no．３(October１９５７),２４１ ２５９.

WayneS．Vucinich,“PostwarYugoslavHistoriography,”JournalofModernHistoryvol．２３,no．１(March１９５１),４１
５７;MarinPundeff,“BulgarianHistoriography,１９４２ １９５８,”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６６,no．３(April１９６１),６８２ ６９３．
这些都是欧美重要学术刊物,体现了当时欧美学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史学主要趋势的关注.

张传玺:«翦伯赞传»,第２８６ ２８７页.

MeribethE．Cameron,“ThePeriodizationofChineseHistory,”PacificHistoricalReview vol．１５,no．２(June１９４６),

１７１ １７７．



性①.而在５０年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左倾的欧美学者认为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可谓是自由、平等、博
爱的胜利,因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于平民权利和利益的承诺,已经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实现,土地

改革的完成、公私合营运动的展开,足以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样支持阶级平等的政权也就获

得了合法性.即使是在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看来,旧的政权退守台湾在于它是腐败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集团②.另一方面,大陆新政权在倒向苏联阵营之后,由苏联援助开始了急速工业化,引进苏联科学

技术,在宣传上突出“科学”因素③,这些新的发展都是当时欧美左翼学者所赞成的④.简而言之,当
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均继承和运用了启蒙普遍主义意识形态.

当时法国知识界不少人非常崇敬毛泽东主席,认为他能给中国带来平等和繁荣.１９５４年法国

向中国派出了一个由左翼学者牵头的法中友谊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之一是法共地理学家、巴黎高

等师范学校校友德雷施(JeanDresch),他希望高师也派学生参加,刚好当时在高师任教的法共思想

家阿尔都塞认识当时唯一一位正在学中文的学生毕仰高(LucienBianco),便推荐毕仰高参加了法中

友谊代表团.代表团到达北京,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⑤.他们当时对中国印象极好.毕仰高

实际上１９５３年才开始学习中文.不过,他给谢诺提供了不少信息,１９５６年谢诺将从他这里获得的第

一手观察以及１９５５年听翦老的介绍综合起来撰写文章发表,介绍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现状⑥.
政治上、思想上,欧美知识人的左倾对于他们看待中国学术、看待中国学者当然也有很大影响.

在学术上,当时欧美也存在一个向左转的倾向,不仅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研究下层阶级、阶层和群体,
历史学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⑦,这导致了经济史、社会史的繁荣局面⑧.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也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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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但是沃勒斯坦用世界系统理论批评资本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歧视,并非真正具有普遍性.见ImmanuelWallerＧ
stein,“TheIdeologicalTensionsofCapitalism:UniversalismversusRacismandSexism,”inRace,Nation,Class:AmbiguousIdenＧ
tities,byEtienneBalibarandImmanuelWallerstein,translationofEtienneBalibarbyChrisTurner(LondonandNewYork,Verso,

１９９１),２９ ３６;JohnF．Sitton,RecentMarxianTheory:ClassFormationandSocialConflictinContemporaryCapitalism(AlbaＧ
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６),２２６ ２２９．其他对资本主义普遍主义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代表性反思和批判,见

SamirAmin,Eurocentrism:Modernity,Religion,andDemocracy．ACritiqueofEurocentrismandCulturalism,translatedby
RussellMooreandJamesMembrez(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２００９)．

作为一位中国经济社会史学者,白乐日当时其实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饶有兴趣,并感到中共农村改革是吸引大量追随者战

胜腐败、无能、官僚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的因素之一,见 EtienneBalazs,“TraditionetrevolutionenChine,”Politiqueetrangereno．３
(１９５４),２９１ ３０８．

方豪在报告１９５８年意大利举行的第十一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时说,苏俄学者带来１６冊新书在大会上展出,但只有一

天就收起来了.而苏俄代表也秘密赠送了一些代表苏联人造卫星纪念章(«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３２页).苏联用航天技术的

成就来展示其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和进步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方面.美国也在原子

弹试验成功之后打造科学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关研究见 DavidHecht,“TheAtomicHero:RobertOppenheimerandtheMakingof
ScientificIconsintheearlyColdWar,”TechnologyandCulturevol．４９(October２００８),９４３ ９６６,以及StorytellingandScience:

RewritingOppenheimerintheNuclearAge(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２０１５)．
DonaldClarkHodges,“TheDualCharacterofMarxianSocial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vol．２９,no．４(October

１９６２),３３３ ３４９,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ÉmilieFrenkiel,“ReforminChina:SluggishorDynamic? AnInterviewwithLucienBianco,”BooksandIdeas１１(October
２０１３),http://www．booksandideas．net/Reform in China Sluggish or．htm．

JeanChesneaux,“LesTravauxd’HistoireModerneetContemporaineenChinepopulaire,”RevueHistorique,vol．２１５,

no．２(１９５６),pp．２７４ ２８２．主要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第三所即近代史所的工作情况,比如范文澜、翦伯赞、聂崇歧的研究,以及中国

学者编辑«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情况.

Q．EdwardWangandGeorgG．Iggerseds．,MarxistHistoriographies:AGlobal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５．
见 MarkMazower,“ChangingTrendsintheHistoriographyofPostwarEurope,EastandWest,”InternationalLaborand

Working－ClassHistoryno．５８,WartimeEconomiesandtheMobilizationofLabor(Fall２０００),２７５ ２８２;以及戴维斯的回顾,

NatalieZemonDavis,“DecenteringHistory:LocalStoriesandCulturalCrossingsinaGlobalWorld,”HistoryandTheoryvol．５０,

no．２(２０１１),１８８ ２０２．其实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历史学的左转并不限于欧美,日本史学界在二战后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

局面,见CurtisAndersonGayle,MarxistHistoryandPostwarJapaneseNational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３)．



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文化研究最令人瞩目①.尽管欧美左翼学者在政治上并

不接受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接受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理论,但他们对经济史、社会史、劳工史的重视

是非同寻常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即有经济社会史黄金一代的

出现,白乐日、谢和耐、杜希德均投身于中古经济史研究②,而许理和研究佛教也是社会史取向③.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注重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看.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组委会主席白

乐日甚至安排了一个小组讨论,请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和一些社会史学家参加.据夏鼐在日

记中说,１９５６年９月６日晚餐后,大会讨论世界通史和汉学之关系,由巴黎大学布罗代尔教授作报

告.接着拉铁摩尔、叶理绥等发言,白乐日为主席,张芝联来参加.周一良陪翦老进城了④.而根据

翦伯赞的会议纪要,法国方面有巴黎大学西洋近代史教授拉布鲁斯(社会党)⑤、布鲁阿(共产党)、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哈佛大学叶理绥参加,剑桥大学蒲立本、布拉格大学普实克先后发言.
“大意是世界通史中必须注意中国的历史,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观

察.”⑥翦伯赞更注意参加会议发言者的政治身份,还特意标明了两位法国学者的党派身份.
正是因为这些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背景,中国大陆学界当时热衷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

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也同时引起了欧、美、日一些知名学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可以视为一次

“中国社会史国际大论战”,大概也是２０世纪学术史上唯一的一次世界各国学者就中国历史上各时

期社会性质和分期进行正面交锋.１９５５年由于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参与,中国史分期这一

论题引起西欧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是以在莱顿会议上便已决定下一年会议主题定为分期问题.结

果这一论题在巴黎会议上最为热门,欧美学者和香港学者也都参与了讨论,并与中国大陆代表发生

激烈交锋.
这次会议上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文包括蒲立本的“上古、中古、近古”、傅海波的“历史分期的

意义和无意义”、何四维的“略谈中国史的分期”、张芝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郭瓦列夫的

“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傅吾康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罗香林的“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

史分期的关系”、史华慈的“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芮沃寿的“中国史上佛教史的分期”、梁佩真的“中
国诗及其分期”等等.但芮沃寿和梁佩真的论文并不涉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

点已经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８日巴黎会议期间的总结会议上经拉铁摩尔指出,拉氏认为文学和美术分期,
与社会史的分期不同,社会史的分期,中国和西洋也不需要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史的分期不能只看社

会经济结构.这当然是针对当时翦伯赞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
欧美学者有几类观点,在翦伯赞的会议报告«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一文中有比较简要的

说明.一类认为分期没有意义,比如傅海波发表论文«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认为历史分期仅

１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ennisL．Dworkin,CulturalMarxisminPostwarBritain:History,theNewLeft,andtheOriginsofCulturalStudies
(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

对白乐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提示,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０ ８４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欧美学者研究中国中古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黄金时代,一大批重要论著均在这一时期出现,蒲立本出版«安
禄山叛乱的背景»,赖世和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行记»英译本,白乐日出版了«隋书食货志»法文译注和研究;当时许理和是青年博

士生,正在撰写«佛教征服中国»;谢和耐也是博士生,正在写«五至十世纪中国寺院经济»;杜希德也致力于唐代财政史研究;翟林奈

则陆续整理发表了一些敦煌社会经济文书.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第２５４页,提到由巴黎大学 Brandel教授作报告,日记整理人后面注为布朗代尔,有误,应是 BrauＧ

del,即布罗代尔.他是白乐日的支持者,白乐日则是这次巴黎会议组织者,故白乐日将布罗代尔请来参加这次会议并作报告.有关

布罗代尔与白乐日的关系,参见 MauriceAymard,“étienneBalazsetFernandBraudel,”Actualitéd’étienneBalazs(１９０５ １９６３)．
Témoignagesetréflexionspouruncentenaire,TextesréunisparPierre étienneWilletIsabelleAng(Bibliothèquedel’Institutdes
HautesétudesChinoises．VolumeXXXV);Paris:CollègedeFrance,InstitutdesHautesétudesChinoises,２０１０),３７ ６５．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４日星期五,夏鼐等人去参加社会党历史学家Lahrousse[拉鲁斯]教授家举行的酒会.
夏鼐先进去,少顷翦老等亦来.第２５８页.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９２页.



是为了研究方便,历史家应多多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分析,而不必徒耗精力于空谈历史分期

问题①.蒲立本在会议上讨论了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分期办法,指出刘知几的«史通»已经用了

这三个词.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家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史也分为这三期.但是分期只是为了叙述

的方便,并不将各期视为各有特异的内容.一类认为社会史分期有问题,如何四维发表“略论中国史

的分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犹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来套中

国文法②;白乐日则认为分期太细,近乎幼稚.史华慈发言主题是“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认为自命

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国作为亚细亚式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不发展;二是中

国社会有发展,但其发展分期是和西洋一样,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但史华慈认为这些观点都不符

合马克思主义,他还引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攻击这些学者的马列主义史观③.但这些说法遭

法国学者谢诺的反驳,指出他只是引经据典却不依据中国历史事实来看问题,实际是教条主义.
还有一类是提出自己的分期,以对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分期.如罗香林提出四阶段论,

一为氏族社会时代(约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四百年);二为封建时代(公元前１４００－２１１),即盘庚迁殷

至秦统一天下,做官靠贵族出身;三为选举社会,即隋至清末,以科举取士;四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进

入新时期.这一看法遭到周一良的反驳,周先生认为:“罗的说法,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秦始皇时

废止,实即胡适的说法.我们新中国的史学家的意见以为一个社会是否系封建社会,不是决定于什

么选举或科举,而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首先决定于土地为谁所有.如果土地为地主阶级

所有,而这种土地所有者又以封建办法剥削农民,那便是封建社会.”④

苏联学者则从苏联史出发,讨论了中国史的分期.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４日的讨论中,苏联科学院东

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报告“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指出当时苏联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应该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⑤.但这一提法引起英国学者范登龙的提问,他问这一有关中国现代史

起点的说法是否在苏联已取得一致的意见,又问这是全体苏联史学家的一致意见或仅是东方学研究

所同人的意见,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取得一致意见.郭瓦烈夫的分期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典型的苏

联中心主义、学术霸权主义的体现,将中国历史的转折置于苏联历史的转折基础之上,显然是有问题

的.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强调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重要

性,这一革命使得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共和制度,而且“二千余年的儒家相传的君主一统的政治思想

也一扫而空”.傅吾康也指出革命有一个长期过程,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五四

运动和北伐革命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社会改革和政治革

命在同时进行.
翦伯赞对历史分期的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发言分五点:“一、应不应该分期的问题,在这里驳

斥了分期无意义和分期有政治目的的谬论.二、分期的标准问题,在这里驳斥了唯心论、多元论,宣
传了唯物论.三、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这里驳斥了那些说中国学术研究不自由

的污蔑,宣传了我国新近开展的‘百家争鸣’的学风.四、翦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张,在这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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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另据翦伯赞报告,他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说某些代表受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的约束而不得不赞成马

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说法引起东德学者赖切奈夫斯基(莱比锡大学)的回击.
何四维专业为中国秦汉史,但也留意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见 A．F．P．Hulsewé,“ChineseCommuＧ

nistTreatmentoftheOriginsandtheFoundationoftheChineseEmpire,”TheChinaQuarterlyvol．２３(１９６５),７８ １０５．
这篇文章在１１年之后经修改才发表,见 BenjaminSchwartz,“SomeSterotypesinthePeriodizationofChineseHistory,”

PhilosophicalForumvol．１,no．２(１９６８),２１９ ２３０;收入作者论文集ChinaandOtherMatters(Cambridge,MA:HarvardUniＧ
versityPress,１９９６),１８ ２９．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８９页.
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介绍他的主张和一般中国史学家的分

期法没有很大出入,只是他将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提前到１９１７年.这话说得比较客气,没有批评郭瓦烈夫用苏联十月革命来套中国

现代史的开端.



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驳斥了罗香林的什么选举社会、科举社会等胡说.五、结论,欢迎各国

汉学家参加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并指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并不妨碍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因为

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史料,只要大家是追求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是会逐渐接

近的.”①这些发言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的一般立场.
英国学者蒲立本的发言最具史学史价值.他对中国社会史的关注并不始于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

早在１９５３年,蒲立本就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时就回顾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中

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他当时发表了就职演说,题目为«中国史与世界史»②.这篇文章

非常重要,体现了蒲立本作为一位语文学家所受到的欧洲思想与文化之广泛熏陶,无论是欧洲思想

史还是欧洲中国学学术史,该文都做了简明扼要的清理,值得一说.他回顾了历史上欧洲学者对中

国的态度和看法,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国际中国史学界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性

质和阶级结构的讨论.
在他看来,欧洲学者日益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并非只是从古典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欧的主流发展,

其他地区人民和文化也很重要,要想认清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注意其他地区的历史.他指出伏尔

泰以前的欧洲学者都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中国史,塞进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框架,特别

是«圣经»的历史叙述框架.伏尔泰则是第一位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纳入其新世界史框架的学

者,不过伏尔泰过于高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性和理性特征.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赤裸

裸的专制主义.他也讨论了中国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黑格尔将中国文明称为人类历

史上的童年时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在于用经济因素取代抽象精神,但也将中国人称为半野蛮

人,恩格斯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政权的腐朽中的半文明.马克思提出了五阶段世界历史发展

理论,基于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力模式.他的所谓第一阶段的亚细亚模式

其实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替代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第一阶段“东方”(theOrient).马、恩两人受摩

尔根影响,用部落社会来称古代奴隶制以前的社会,只不过他们在印度找到了一些公共村落的样本,
便很自然地推断他们等同于亚细亚社会(其政治形式即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最初形式来源于

原始共产主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共产主义理论被用来解释中国的情形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也认

为斯宾格勒的中国历史观虽然比黑格尔略强,但也是试图将中国史嵌入其所建立的古典和欧洲历史

进程的框架中去,荒唐地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来已经衰亡了两千年.在他看来,汤因比也试图用

欧洲史的一些概念来讨论中国史.
在批判了１８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观之后,蒲立本转而讨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特别

以１９１４年内藤发表的«支那论»为例,因为此书首次试图给中国史从其内部的重要性出发来进行分

期.蒲立本指出内藤的兴趣不仅在于学术,也在于政治,内藤对中国史的认识是要预测中国民族革

命的未来结果,这反映出内藤本人的学术兴趣仍带有日本民族主义的目标.蒲立本甚至认为内藤也

走上了和黑格尔一样的路.内藤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在北宋,即１０到１１世纪,已经进入现代,即从以

前的贵族社会转向专制主义,以前统治者是贵族的一员,而之后统治者获得绝对权力来统治其子民.
蒲立本认为这是因为内藤心目中已经拿中国史来类比欧洲史,即从封建社会到王权专制主义的过

渡,比如法国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比较,内藤认为袁世凯如果想重建一个帝国将不

可避免地失败.在对上古和中古的分期问题上,蒲立本认为虽然内藤不会承认简单以西欧史的变化

比附中国史而尽量以所谓理性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史分期,但他将公元三世纪末胡人开始统治北方为

３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９０页.

EdwinG．Pulleyblank,“ChineseHistoryandWorldHistory,”初刊SarawakMuseumJournal(１９５６),收入其文集Essays
onTangandPre TangChina,VariorumCollectedStudiesSeries(Aldershot,Hampshire,GreatBritain;Burlington,Vt．:AshＧ
gate,２００１),１ ２０．



分水岭区分上古和中古,实际上是以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参照物.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则试图从经

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等方面来拓展内藤的理论,并试图将其思考植入世界史发展的一般理论.其看法

在日本深受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学家的欢迎,甚至“二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接受其解释.
蒲立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１９２５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

炙手可热.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学者马德亚尔(Madyar)从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

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

夫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但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来死

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便声称他在与亚细

亚社会作战.１９２８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社会,此即

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管关于亚细

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专制主义,
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为反封建

社会战斗,因为一般中共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延续①.
蒲立本引１９５３年出版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为例,认为在苏联学界一般同意中国奴

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是公元三、四世纪,而封建主义一直被囚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下.
郭沫若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五百年时进入封建社会,当时政治封建主义开始瓦解.日本学者前田直典

则将中日韩越视为同一整体的东亚文化,试图提供一套理论解释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接受

内藤理论中唐宋分际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公元一千年是古代和中古的分水岭,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的分水岭.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终结于鸦片战争,这之后直到中共取得胜利之前中

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对中国史分期的理论讨论,在蒲立本看来,均可称为卡尔波普所说的历史主义理论.波

普批判了这种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理论简单地假设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有机发展模式,这
一模式认为人类社会整体上乃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蒲立本赞成波普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存

在多样性,不同意任何单一历史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他提出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将中国史和

世界史联系在一起.一是分析复杂历史情境中的一些断片并进行中外比较,二是展示中外之间的历

史联系.他个人的学术研究重点无疑是后者.对于前者,他特别引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为例,
指出尽管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完全基于１９２０年前欧洲中国学界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但在一些具体

的问题上非常有启发,比如中、欧城市的比较,以及士人的绅士理想与专业官僚统治的理性利益之间

的冲突等等.第二点则主要讨论了中国所谓四大发明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这篇文章几乎对当时世界各地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都作了清楚的梳理和说明,甚至对

中苏两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所涉及,反映了蒲立本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用世界性眼光关注一个

单一主题的研究,并且能联系当时欧洲的思想状况进行恰当的评说,非常值得重视和学习.

五、从巴黎会议看台湾史语所对大陆考古所之关注

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之中,考古所是最早成立的一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之后,中科院也随即在１１月成立,取代逃亡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国大陆科技和学术发展

最高领导机构.考古所则是当时中科院下属研究所中较早成立的一个,１９５０年５月开始筹办,人员

主要来自留在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和未离开的中研院史语所人员,８月１日正式成立.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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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研究,见 ArifDirlik,RevolutionandHistory:TheOriginsofMarxistHistoriＧ
ographyinChina,１９１９ １９３７(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９)．



下,历史所则迟至１９５４年才成立.主要原因也许是当年中研院历史组不少人因为政权更替而离开,
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一共五人,傅斯年(当时由夏鼐代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董
作宾,分别是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各部门负责人,其中只有陈寅恪留在大陆,傅斯年、李济之、董
作宾到台湾,赵元任留在美国.因此,考古所成立早,也直接导致考古学工作能够保持延续性,梁思

永、夏鼐等人领导考古所一开始即能保持正常的考古工作.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周一良去莱顿参加第八

次会议,即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一些考古新发现,引发与会者的浓厚兴趣,随即要求交换资料,进行

合作.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时,即请夏鼐随团参加,介绍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当时夏

鼐的身份是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他所做的报道是关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进展,并且还在会议期间

举行了考古成就图片展.１９５６年夏鼐还在意大利«东方与西方»杂志发文«我们的新石器祖先»①,介
绍新成果.当时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院长图齐对中国十分友好,和夏鼐一直保持交往.意大利中国

学家郎乔蒂等人访问中国时,也会见了夏鼐②.
海峡对岸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家李济非常关心大陆的考古工作,虽然台湾并未派人参加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莱顿、巴黎会议,但是李济积极了解并询问有关夏鼐在巴黎会议上的活动.１９５６年

１２月６日,李济致信张光直,提到劳延煊写信告知,张光直有夏鼐在巴黎开会发言的抄本,希望得到

一份.不过李济怀疑这个发言是否值得张光直打印一份给他③.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９日李济再次致信张

光直讨论夏鼐文章与人品之关系,因为张光直说到夏鼐是一位当代圣人④.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李济

致信张光直,告诉他自己已经得到夏鼐在欧洲演说的原文抄件,但发现夏鼐没提在山东滕县发现彩

陶的事.他觉得张光直的报告另有来源,希望来信补充.他表示也看到了１９５６年９月夏鼐等参加

巴黎中国学家会议展览时的照片,但新石器时代一项下只有西安、天门、新沂、良渚等处.

１９５７年李济应邀赴慕尼黑、马堡等地参加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和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这时中

国大陆代表却缺席了,失去了一次两岸学者正面接触、同台竞艺的机会.李济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７日写

信给张光直,告知将于八月底赴西德开会三周,会后拟取道北美返台,将于９月２４日到波士顿小住

三日,期待与张光直夫妇畅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写信给张光直,说台北学术界可能有点转机,史语

所同仁生活有些安定了.胡适回国让教育界耳目一新.但他感到现代的青年中国人都不愿意做中

国人了,觉得自己有点透不出气来.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７日写信给张光直,“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在山东

的考古,如临淄、曲阜、泰山附近这些重要区域,没有惹起那些红专学者大量的注意———也许有,我却

苦于不知———不过我也可以猜出若干理由.因为近十年在大陆的考古,实在只是挖宝贝的变相名

称,不是要解决任何问题.凡是有问题的考古者,所具有的问题都早已洗脑被洗得光光;所以始终就

没有一种有计划的学术性的发掘(自从失去梁思永的领导后,就走了薄古厚今的路)”⑤.可见他对反

右以后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考古学界的动向十分关注,也有所了解.

六、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看世界中国学界的矛盾

尽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为建立一个松散的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５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HsiaNai,“OurNeolithicAncestors,”EastandWestvol．１７,no．２(July１９５６),１６２ １６７．
LionelloLanciotti,“XiaNai:１９１０ １９８５,”EastandWestvol．３５,no．１/３(September１９８５),２８２ ２８３．夏鼐生前曾在

意大利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考古新发现,见 HsiaNai,“NewArchaeologicalFindsinChina,”CinaSupplementono．２,XXVIthConＧ
ferenceofChineseStudiesProceedings．UnderstandingModernChina:ProblemsandMethods,１９７９,pp．７ １３．夏鼐１９５５年创办

了«考古通讯»,任主编.１９５６年９月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夏鼐准备了打印本«中国考古新发现图片目录»供与会学者参考.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６页.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１７页.
«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２２ ３５页.



但是当时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欧美学者内部政治与思想立场的差距,使得各种矛盾在会

议内外也显得较为突出.会议反映出国际中国学界充满各种内部和外部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包括欧

美资本主义阵营与苏东、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如苏联与西欧、东德与西徳之间、中国大陆

与港台之间;也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的矛盾,如英共学者秦瑞、法共学者谢诺

等左翼学者与其他西欧学者之间;同时还有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及其亚洲政治盟友港台地区资产阶级

学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图齐与方豪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美国学者对台湾学者态度也很微妙;甚
至也有中国与苏联学者之间因为政治分歧引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中苏政治争吵导致中国学者缺席

莫斯科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以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最后是中国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的矛盾,如
翦伯赞、周一良与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是有一类矛盾,在会议上没有展示,这便是中国和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历

史学家之间的矛盾,因为来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中苏两国学者基本上都是持马克思主义科

学历史观的学者,中苏两国国内被视为持资产阶级史学立场的学者无缘参加这些国际会议,当时翦

伯赞所说的北大历史系胡适旧部、清华历史系蒋廷黻旧部、燕京历史系洪业旧部,就很难有机会出国

到西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其实,在五六十年代,欧美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苏内部两类阶级立场不同

学者之间的矛盾,比如卫徳明便撰文批评中、苏内部无产阶级学者带着政治目的歪曲了历史①.
当时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表明,面对学术问题,中苏学者常常出于同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

在同一条战壕作战.中国学者常常赞扬苏联学者,批判西欧学者.而苏联学者也在中国学者缺席的

情况下,帮助中国批判西欧资产阶级学者②.苏联编译的中文«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称,
苏联学者指出英国学者帕尔塞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报告提出了错误解释,因为没有利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布的新材料;而剑桥大学郑德坤关于中国陶器的报告也没有利用新中国的考古发掘与收藏.该

文总结说:“西欧某些学者的报告有许多普遍性的缺点.例如:第一,有些报告人不设法说明所研究

的局部现象中应占有的地位;第二,报告往往没有明确的结论,因此,报告人的观点表现不清楚;第
三,很少利用中国解放后出版的科学著作.”而苏联学者的情况与此相反,“苏联代表们的报告则竭力

设法把局部问题同问题的较广泛提法联系起来,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作者们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在

结论中”③.
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美苏两大阵营的碰撞,也表现出西欧学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学者的

挑战,如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副所长郭瓦烈夫主张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引
起英国龙彼得的疑问.慕尼黑大学教授傅海波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谓某些

代表由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不得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政治攻击,遭到

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斯基回击.剑桥大学郑德坤也针对张芝联的会议发言,攻击中国大陆

学者讨论历史分期带有政治目的,这也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学者翦伯赞的当场反驳.在莱顿会议上,
翦伯赞对白乐日、格拉姆等人挑衅说中国学术不自由也进行了反驳.可见,由于分属冷战开始后的

两大阵营④,两个阵营的学者在意识形态方面非常对立,即便是同文同种,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营垒

之间的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学者之间,也会爆发冲突,如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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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mutWilhelm,“TheReappraisalofNeo Confucianism,”TheChinaQuarterlyno．２３(１９６５),１２２ １３９．
翦伯赞也感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比较友好,英共秦瑞、法共谢诺、荷共学者以及一些进步学者对中国代表友好;

见张传玺«翦伯赞传»,第２８３页.
«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原文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１９５９年第４期摘译,但内容实

际有所改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一些异常情况,在西欧引发反响.张芝联在回忆中提到,他１９５６年参加巴黎会

议结识了一大批中青年汉学家,也接触了若干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研究巴黎公社史的布吕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谢诺等,这些

学者“顶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退党逆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见«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１９９６年第４
期.



德和西德学者之间的冲突.和这一对立类似的还有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对政权正统性的争论,比如

翦伯赞提到巴黎会议上,曾由贺光中报告香港地区中国学的研究概况,也涉及到台湾,口口声声说

“中国如何如何”,欲争正统.但翦老认为既然认同还是中国,则可以置之不理.
当时台湾学界也对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目的.方豪指出,“国民政府”刚

迁台不久,政策是“匪我不两立”,后来决定“改变消极策略,不让大陆政府在国际会议上信口雌黄,而
是要对其谬说加以驳正”.张其昀１９５４ １９５８年担任“教育部长”期间,非常在意提高台湾在国际学

界的地位,不愿大陆“在各地招摇,混淆耳目,因此竭力协助各专家教授以及学术团体,尽量参加所有

学术性国际会议”①.张其昀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系“国民政

府”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得力干将,所以在当上“教育部长”之后致力于在学术上强化意识形态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学界在１９５７年派出以李济为首的代表团到马堡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也
有一些政治倾向上不支持大陆政府的海外华人学者参加,如前文提到的马来亚学者贺光中.

虽然政治上台湾与欧美、日本各国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在学术与文化上,民族和国家之间仍

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美国左翼学者对台湾政府颇不以为然,尤其以费正清较为明显,因而引起

台湾对费正清出卖“国民政府”的大批判,其风气几乎与大陆批判胡适无异.其他哈佛学者对台湾学

界的态度也因人而异,但有些学者显然是故意保持距离的,比如叶理绥便是如此.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１
日李济致信张光直,告诉他两周前赖世和曾来台北访问,留了五天,对自己表示了一些好感.但他很

惊讶叶理绥数年之内两次来远东都没有访问台湾.他请张光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哈佛圈

内的人,只要留心观察即可②.李济是哈佛早年校友,尽管他上学时哈佛尚未成立远东研究项目,但
他对哈佛远东研究一直较为关注.当时两岸学者还是在学术上有一些隔空交流,除了前文说的李济

对夏鼐的关注之外,两岸学者通过发表文章进行学术讨论也还存在.比如季羡林发表«浮屠与佛»之
后,１９５６年周法高在«史语所集刊»第２７本发表«论浮屠与佛»一文,与季先生商榷.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退守台湾之后,同时退到台湾的学者并未忘记在国际上宣扬中国学术和文

化.方豪虽然政治上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宗教身份是天主教神父,但又极力推广中国文化,文化和学

术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在他身上表现极为明显.方豪的学术爱国主

义精神在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上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他了解到外国学

者发起和组织宋史计划之后,特意召集组织了非正式的宋史研究会,并将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成果

汇集成册,付印之后赠送各国与会学者,以表彰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贡献.另一方面是请昌彼得复

刻中央图书馆所藏宋版书,赠送各国学者,以展现辉煌的宋代文化遗产.他也提示,早在１９５４年杜

伦会议上便有人提议编一部宋史提要③,不久便在巴黎成立了宋史提要计划处,由白乐日主持,计划

十年完成,参加人员来自世界各国.

１９５７年法国«年鉴»学刊发表了白乐日的一篇文章,介绍宋史提要计划.在白氏文章之前,有该

刊主编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的一小段引言④,介绍计划缘起,指出研究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性,
而他也在白乐日帮助下,列出参与宋史提要计划的一些主要学者,如慕尼黑傅海波,剑桥李约瑟、蒲
立本、龙彼得,芝加哥柯睿格(E．A．KrackeJr．),罗马伯戴克(L．Petech),堪培拉斯普兰克(O．B．
vanderSprenkel),西雅图卫徳明,哈佛杨联升,香港饶宗颐,东京青山定雄、榎一雄、仁井田陞、周藤

７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４页.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７页.
白乐日在杜伦大学召开的第７届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介绍了宋史提要计划,“ProjectProvisoired’unManueldel’Historio

desSong,”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２８ Sept．２,１９５４),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１２ １５．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策划下,从德国流亡到法国的匈牙利裔中国白乐日和美国知名印度史专

家桑纳被聘到巴黎参与他的东西方经济社会史计划.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４
７５页.



吉之、和田清、山本达郎,京都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塚本善隆,福冈日野开三郎,仙台曾我

部静雄,法国本地则有谢和耐、韩百诗、叶理夫等人①.日本很快就在１９５５年成立了东洋文库宋史提

要编纂协力委员会,１９５７年出版了油印本«宋代研究文献目录»,后来又出版了«宋代史年表»、«宋人

传记索引»等参考工具书.方豪在海外宋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刺激下,民族自尊心大受挑战.１９５７年

他召集一些学者非正式地成立了宋史研究会,随后编印了«宋史研究集»第一辑.本来准备了１００本

打算分送给意大利会议参与者,但因为夹在中央图书馆赠送图书中间,而随着中央图书馆赠书被意

大利方面拒绝,只好拆开邮寄给个别学者.昌彼得从中央图书馆所藏２０１部宋版书中选了１７０多

种,复刻成«宋版图录»,由方豪带去意大利分送给各国学者.他还从国立艺术博物馆征得２８幅书画

带到中国学会议上展览了一天,以宣传中国艺术成就.与会者中,以科隆远东博物馆和荷兰某博物

馆对这些书画及其作者最感兴趣.方豪的发言也专门选了与台湾有关的题目,叫«汉学考证方法一

个例子:«台湾外记»的抄本和印本»,用他的话来说,是为祖国尽力.他发言时,三位苏联代表当场退

席表示无声的抗议,而荷兰学者龙彼得、何四维则参与了讨论.很可惜,大陆学者没有机会参加１９５６
年以后的西欧中国学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宋史计划,失去了和欧美、日本学者合作和对话的

机会.
但是台湾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也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公开化,这主要体现

在欧洲左翼学者图齐与台湾学者方豪之间的争执.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方豪在«大陆杂志»撰文报告参

加１９５７年８月３日至９日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情况.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８日方豪在

«教育与文化»发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②.指出参加这次会议较出名的中国学

家有德国傅海波、荷兰何四维、波兰赫迈莱夫斯基、英国葛瑞汉、美国拉铁摩尔、法国谢诺、意大利郎

乔蒂、苏联齐赫文斯基等.而与会的中国代表也各有千秋,“赵国钧的锋芒毕露,刘若愚的才气横溢,
杨觉勇的侃侃而谈,饶宗颐的老成持重,都为中国人增光不少”.他还特意提到了图齐作为亲共学者

对台湾方面的刁难,主要表现在“中央”图书馆原计划赠予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一批书籍,借这次汉

学会议展出,郎乔蒂表示欢迎并表示谢意,但图齐“素为一亲共学者,竟加拒绝”.“中央”图书馆最后

只得将这批书籍赠送给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报告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外国汉学家亲共问题”③.方豪指出,外国汉学家虽然不是都很亲共,但

亲共的汉学家很多;而“铁幕内国家的代表当然都是共党人士,但像东德来的人就不一定是亲共的,
只是他们不敢多说话”.他认为这次意大利中国学家会议被亲共中国学家操纵了.１９５７年中国科

学院曾致函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对于不能参加表示歉意,而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也在会议上正式

提出回信并进行表决,台湾代表李济、张致远、方豪投了弃权票.１９５８年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中国大

陆方面完全没有表示,可是方豪报告说,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议由大会致函中国科学院,表示没有

中共代表参加很遗憾,在亲共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提议获得通过.台湾代表再次投了弃权票.
方豪说:“今年几乎所有欧、美汉学家,对所有中国人,尤其对台湾去的人,特别冷淡.对于我,简

直视为眼中钉.”④方豪认为,欧美汉学家私下里谈话大多把大陆代表缺席的原因归结为方豪的出席,
并到处询问是否方豪明年会继续出席汉学会议.方豪认为外国汉学家之所以亲共,是因为大陆送给

这些学者的书籍都很精良,而且邀请他们去大陆游玩.中国文化原就在大陆,“欧洲汉学家正和我们

本国学人一样,哪个不想到敦煌、安阳去看看? 哪个不想一游长安、洛阳? 哪个不想一登长城?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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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日在１９５７年撰文简要介绍了这一计划,见BalazsEtienne,“UnecartedescentrescommerciauxdelaChinealafindu
XIesiecle,”in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１２eannee,N．４(１９５７),５８７ ５９３．这个名单确实将大陆和台湾学者排

除在外了,难免引起方豪的反弹.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３ ２６３２页.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９ ２６３１页.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３０页.



不想一出阳关”? 方豪还提到这次参加会议的德国学者傅吾康、傅海波原本接到大陆对外工作委员

会张奚若的邀请去访问,打算８月１５日启程,却在不久前接到通知,说大陆内部人事变动,暂缓启

程.通过这个例子,方豪说很多汉学家想得到大陆的“宠邀”,以便去大陆游玩.不过,他觉得欧美汉

学家去大陆看看也好,因为他１９５７年路过巴黎,曾由驻法代表陈雄飞安排与五位去过敦煌的法国汉

学家共进晚餐.这些法国汉学家告诉他,大陆学者忙于开会,不能坐下来做学问,部分过去很右的中

国学者正在被清算.所以这些汉学家,对大陆的期望也大不如以前.方豪这次开会印象最深的欧洲

汉学家是波兰的赫迈莱夫斯基,此人对方豪的«中西交通史»非常有兴趣,对方豪也非常和蔼.此人

三次访问大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告诉方豪不少他在大陆的经历.其次,除了文化原因之外,方豪

也指出外国学者很势利,因为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领土与人民都极少,外国都想和大陆进行贸

易.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原只有罗马、米兰、威尼斯三处,今年增设都灵一处,报名的已有四十人,
都只是想学一点语言,到东方去淘金”.他还特别提到会议的组织者郎乔蒂,前年与中东远东学院副

院长乔伽尼诺(AlbertoGiuganino)以及总务长到中国大陆游玩了三个月,在西湖边住了一个月.这

些叙述不尽符合事实,因而很快引起图齐的不满和反驳.
图齐认为在方豪文章中存在很多错误信息,比如说,意大利政府(那便是内务部)不希望共产国

家代表团进入意大利,苏联、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团因此迟到;本年会议的主持人郎乔

蒂去年曾和乔伽尼洛以及总干事一起被邀请访问共产中国,在西湖停留了一个月;共产中国对欧洲

中国学家很慷慨,邀请他们去旅行.实际上,意大利中东与远东学院文化代表团访华是学院要求的,
由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安排,于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２６日期间访华,在杭州和西湖停留了六日,并
非一个月之久①.图齐认为,方豪文中所提供的错误信息以及文章所体现的精神,让他感到很遗憾.
在他看来,邀请方豪是将其当作中国学家而非台湾代表,因为会议邀请参会者通常是邀请其个人并

非邀请政府代表.图齐也指出,方豪的报告反映了方本人思想不够清晰、报告事实不够准确、缺乏人

道的容忍态度,这些都有违他作为学者和神职人员应该具有的品质.图齐指出,实际上郎乔蒂和其

他成员去中国都是为了联络中国学者,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考古和文化研究,同时获得关于那个庞

大国家的第一手知识.因此,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并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意大利中东与

远东学院完全与政治毫无牵涉,它不可能对事实视而不见,一定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六亿人生活、思
考和工作的国家②.

结　语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早期发展有一个过程,随着规模扩大,逐渐从只有西欧六所大学学者参

加的地区性学术会议走向邀请美苏知名学者参加的世界性国际会议,又扩展到邀请日本、中国学者

参加的全球性会议,曾经在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学会议,也出现了构建中国

学研究全球社区(globalcommunityofChinesestudies)的迹象.这在当时国际关系中政治上两大阵

营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是一个异数.很可惜,随着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

出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未能延续和获得稳定发展.这些国际事件主要包括中苏交恶,使得中国

学者意外缺席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东方学家会议以及直接导致莫斯科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取消.因为两

大阵营的对立,也出现了苏联以及其一些东欧盟友抵制汉堡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而中国国内发生的

反右运动也妨碍了中国学者参加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几届会议.

９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夏鼐在日记里提到了他接见意大利代表团的情况,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９日星期五,“下午对外文协来电话,谓意大利代表团已于

今日抵京,约晚间进餐时商谈参观日程.傍晚赴新侨饭店与周南同志等招待意大利代表团,团长阿吉乌干尼诺(Giuganino),团员

有兰乔蒂(Lanciotti)、贝内狄克特(Benedikter)、英彼雷阿利(Imperilli),谈至９时许始散”(«夏鼐日记»卷五,第２９９页).后来又记４
月２日晚去国际俱乐部参加对外文协招待意大利代表团的晚宴;４月３日星期三上午,意大利代表团来参观考古所.

GiuseppeTucci,“àproposofthelast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EastandWestvol．９,no．４(December１９５８),３７８．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的左倾局面也使得西欧中国学界急切盼望邀请苏

联和中国学者参加会议.随着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国际学术交往,使得苏联学者参加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成为可能.而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初仍然对西欧学者持友好态度,尤其在１９５６
年曾有对外学术交往的黄金时代,使得中国学者得以参加１９５５年莱顿、１９５６年巴黎两届年会.在会

上,中国学者介绍了国内蓬勃发展的唯物主义史学,以及一些重大考古新发现,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

浓厚兴趣.

１９５６年巴黎年会甚至以中国国内讨论最为热烈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这种兴趣

既体现了欧美学界思想左倾,学术上重视经济、社会史的趋势,也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的选题、思路与

方法,曾经对国际中国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引起了持续的讨论.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的讨论,涉及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学者,可以称之为一次“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从学

者参与规模、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超过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

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冷战时期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学术进入

全球化时代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冷战后中苏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垄断地

位造成的结果,也有当时欧美、日本地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引发史学界进行中国经济史、社会史研

究的国际背景,可以说,这次大论战是受到全球化时代政治、思想、学术因素之合力推动而出现的产

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论战,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曙光.这道曙光尽管

昙花一现,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学术合作的先声.
总而言之,中国学者曾经通过莱顿和巴黎中国学会议参与过中国学全球社区的建设,国际中国

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同时莱顿和巴黎会议也让中国学者在海外广为人知,特别是翦伯赞成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形象代言人;而夏鼐在海外学界也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的论著也得以在海

外发表,引起欧洲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周一良也结识了白乐日、许理和、谢和耐等欧洲中国中古史

知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张芝联也受益于１９５６年的巴黎会议之行,这对他后来成为当代

中国法国史的奠基人之一有着深远的影响.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中外史学之间的交流作为全球史学史上

的大事,值得铭记.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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